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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本期共收錄五篇研究論文，有理論思索，包括尼采後現代思想對翻譯

研究的影響和對翻譯謊言的理論考察；也有個案研究，文本類型也呈現多

樣性，有歌曲編譯、文學經典，還有涉商傳媒文本。在《尼采與後現代翻譯

研究的開啟》一文中，陳力明指出，作為後現代哲學先驅的尼采，其後現代

思想也反映到他有關翻譯（研究）的思考，開啟了後現代翻譯研究的先河；

通過重溫尼采的微言大義，我們可以厘清後現代翻譯研究的發展譜系。

在《謊言與欺騙：翻譯的另一面》一文中，藍紅軍指出，“忠實”作為

翻譯至高理想的存在意味著譯者以不實之言轉告譯文讀者是翻譯中的常

態。對翻譯謊言進行考察可以提供新的角度來審視翻譯的本質。作者按照

翻譯謊言有無原文為依據、行為主體特點以及動機目的對翻譯謊言進行了

分類，並從跨語交際效果、跨文化資訊傳播和社會建構等方面分析了翻譯

謊言的功能。

鄧科以“話語衝突”為切入點，重新考察了《國際歌》在中國大陸的譯

介和接受情況，發現《國際歌》在中國大陸的譯介至少蘊含了以下兩種話語

力量的運作：作為一首革命歌曲，其譯本順應著中國大陸社會衝突的變化，

在近代以來的社會主義運動當中起到了政治動員、社會宣傳、思想規訓等工

具性作用。作為一種知識，它展現了音樂與文學、藝術和政治、過去和現在

的相互激蕩與共謀，並作用於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政治話語的建構。

劉康龍主要探討了商業文本，尤其是涉商傳媒文本的隱喻機制。他

結合紐馬克關於隱喻翻譯的理論，探討了此類文本隱喻的各種翻譯方法，

並指出這些翻譯的優劣點和適用情形。由於翻譯學的跨學科性質，商務翻

譯的教學在加強商科知識的同時，亦必須重視語言與翻譯能力的培訓。

彭文青的研究發現，作為文化調解者，《三國演義》的譯者受到目標

讀者、譯者身份背景及文化能力等因素的影響，採用增添、刪減、改編、

加註等多種策略，力圖溝通源語文化與異語文化，將原作及其文化內容更

有效地傳達給讀者。透過譯本正文、副文本等層層文本進行解讀，我們可

以探究譯者的文化調解者角色，理解譯者如何在翻譯過程中達到文化傳播

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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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第82期，編者曾提到編輯委員會在組織架構上會做出一些調

整，主要是應對繁重的編輯工作和更有效地提高編輯出版效率。香港翻

譯協會《翻譯季刊》編輯委員會成立了工作小組，討論了當前編輯出版過

程出現的新問題和挑戰，特別是人事架構的組建問題。經過幾輪編委會討

論，一致決定陳德鴻教授和倪若誠博士繼續出任主編一職，邀請陳嘉恩、

李波、李德超和劉康龍擔任副主編，而編輯委員會委員則包括嚴康焯（主

席）、潘漢光、鄢秀、李忠慶、邵璐和洪蘭星，顧問委員會也做了相應的

調整。通過此次架構調整，希望能提高編輯出版效率，更好地服務於學者

和讀者，也期望得到更多有識之士的鼓勵和鞭策。

李波

201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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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與後現代翻譯研究的開啟

陳曆明

Abstract
Nietzsche and the Initiating of Postmodern Translation Studies 
(by Chen Liming)
Nietzsche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e pioneer of postmodern philosophy, 
which manifests itself mainly as Antichrist (God) and calls for revaluation 
of all values, negation of conventional metaphysics and proposition of 
perspectivism, farewell to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and purport of will 
to power. These thoughts, including such main ideas as perspectivism, 
revaluation, historical sense and conqueror especially, also melted into 
his idea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not systematic as they are, initiated a 
postmodern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have a lasting and profound 
influence on his followers. A revisit to Nietzsche’s insightful ideas as such 
can help us clarify the genealogy of postmodern translation studies.

作 為 西 方 後 現 代 哲 學 的 開 創 者 ， 尼 采（ Fr i ed r i ch Wi lhe lm 

Nietzsche, 1844 - 1900）既是德國哲學家，語言學家、文化評論家，又

是詩人、作曲家、思想家，他以廣博的視野，就宗教、哲學、以及科

學等領域進行了廣泛的批判與探索，以其獨具的充滿格言與悖論的寫

作風格與批判鋒芒，從根本上質疑真理的客觀性和以基督教上帝觀念

為基石的西方價值體系，彰顯出自己獨樹一幟的思想厚度和廣度，對

20世紀以來的現代哲學，特別是對諸如存在主義、後現代主義（包括

解構主義）等歐美後現代哲學的發展影響卓著。

尼采的後現代哲學思想極大啟發了諸如雅斯貝爾斯、薩特、海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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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巴特、福柯、德里達、弗洛伊德、利奧塔、詹姆遜等存在主義和後

現代主義哲學巨擘，因而也被視為20世紀西方後現代主義的鼻祖。其後

現代思想亦一以貫之地涵蓋了對翻譯的獨到思考，並且多少影響到踵武

其後的本雅明、德里達、保羅•德曼、斯坦納、龐德、斯皮瓦克以及勒

菲維爾等思想家對翻譯的研究，可謂開啟後現代翻譯研究之先河。

一.尼采與後現代主義

尼采常被視為後現代主義的先驅（Erickson 2001: 84）。就尼采與後

現代主義的關係而言，當以當代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德國哲學家哈貝

馬斯的論斷最為權威。他認為西方就是以“尼采作為轉捩點”而進入後

現代的（Habermas 1987: 83）。儘管尼采的後現代思想比較繁雜，但其

中的主線不外對傳統形而上學和基督教的否定和批判，以及對強力意志

和視角主義的肯定和張揚。

為了更好地理解尼采的後現代翻譯觀，就必須論及其後現代主義

哲學思想。舍此，則無法彰明其發展脈絡，因為他的後現代翻譯觀也是

其後現代哲學思想的延伸和表徵。由於尼采的後現代思想涉及面非常廣

泛，這裡只能撮其要者數端進行論述：反對基督教（上帝），號召一切

價值重估；否定傳統形而上學，提倡視角主義；告別啟蒙理性，張揚強

力意志。

1.1 反對基督教（上帝），號召一切價值重估

尼采對宗教特別是基督教的批判從來未曾改變，幾乎貫穿於所有

的寫作中。起初，他主要以歷史批判為基礎來反對基督教，認為西方文

明的真正危機在於基督教，這是尼采對之懷有強烈的俄狄浦斯式憎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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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宗教（Robinson 1999: 9）。後來，在他的超人哲學發展成熟時，批

判基督教所遵循的是可預知的模式。在《反基督》（The Antichrist）一書

中，尼采重申強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價值觀，並以此為標準批評基

督教：“決不能美化粉飾基督教：它斷然與這更高級人類進行殊死的決

戰；它壓抑其所有的基本本能；它能從他們的本能中析出惡性與魔鬼：

強者被視為尤其應受責者，為‘墮落之徒’”（Nietzsche 1954: 571）。對尼

采而言，基督教重憐憫這一教旨是與其超人哲學相悖的，對弱小的憐憫

只會使得苦痛擴散蔓延，阻礙更高級人類或曰超人的生成：“憐憫本質

上阻礙了發展律，此亦為淘汰率。……這種壓抑且會擴散的本能阻礙了

那些旨在保護生命和強化生命價值的本能”（同上: 573）。因此，這些保

護弱者壓抑強者的奴隸道德都是不可接受的，因而必須摒棄之。

正因為對建基於基督教傳統的道德價值的反抗，尼采才會一直

保持對基督教的激烈批判。他之所以如此非難基督教（教會），是因為 

“基督教會是一切可以想像的墮落中最大的墮落，它具有最徹底的墮落

意志。基督教會絕不會放過任何東西，他要使所有東西都染上墮落的色

彩；它把每一種誠實變成靈魂的卑賤”（同上: 655）。在尼采看來，西方

的一切價值觀念都建立在基督教的虛幻信仰上，其價值和信仰不可避免

地影響了整個西方哲學，尤其是現代啟蒙哲學。蘇格拉底相信不朽的靈

魂和絕對真理，其學生柏拉圖發明了“雙重世界”（two-world）的哲學，

宣稱這個日常物質世界是一個完美的超驗世界的低劣複本，這些對“更

高”（或者“超然”）之真理和存在的信仰輕而易舉地融化在基督教會的神

學體系中。笛卡爾“證明了”不朽靈魂的存在，康德斷定人類感官永遠

無法達至另一個高級“本體”（noumental）世界的存在等。他們陶醉在自

我超驗世界的幻想中，堅信自己有可能獲得絕對的、所有的知識，而這

正是尼采決意終結的哲學傳統。如此，尼采才要“將基督教稱為一種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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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詛咒，一種極其龐大而內在的墮落，一種強烈的報復本能，要對付

這一本能，任何惡毒、卑鄙、陰險和下作都不為過——我稱之為人類一

個永恆的污點”（Nietzsche 1954: 656）。

鑒於此，尼采會在否定表徵為“上帝”的虛幻的基督教信仰體

系，批判傳統的道德哲學基礎上，借瘋人之口宣佈“上帝之死”： 

“上帝何在？”“讓我來告訴你們！我們已經把他殺死了，—— 你們

和我。我們所有人都是殺死他的兇手。……為了顯示上帝的威嚴，難

道我們自己不必變成上帝？迄今為止，從未有過任何一件比這更偉大

的業績；因此我們的後代將屬於比迄今一切歷史都要高尚的歷史”

（Nietzsche 1974: 181）。並由此理所當然地提出價值重估。既然上帝已

死，對於基於其上的價值進行重估也就勢所必然：“過去，人們總是認

為紀元肇始於這個災難開始的凶日，—— 肇始於基督教誕生的那一天！

為何不在基督教的末日之後呢？不在今日之後呢？重估一切價值！”

（Nietzsche 1954: 656）。這一點，從他的《強力意志》的副標題就可以明

白見出 ——“重估一切價值的嘗試”。他對基督教道德的批判，目的就在

於用超人的新價值取而代之。

1.2 否定傳統形而上學，提倡視角主義

尼對尼采而言，形而上學就是“探討人類本質錯誤的科學，但是

卻把它們作為本質真理來探討”（Nietzsche 1915: 33）。尼采對傳統形而

上學的否定明確地表現在諸如“歷史的哲學化”、“快樂的科學”、一種 

“道德譜系”、“超越善惡”的思維、以及真理意志的自我克服等系列批

判性反思中。這一批判工程彰顯了他的論斷 —— 形而上學已經終結！

在他看來，形而上學即意味著對某種超越時間和視角的絕對之物的信

仰，此外，作為這種對外在於時間、歷史和自然的“真實”世界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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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形而上學意指假定超自然的原因、力量和本質，一種對人類衝動的

禁欲主義否定、對偶遇事物本質（thing-in-itself）的追尋等。

尼采論著的批判鋒芒主要在於對諸如柏拉圖主義和基督教信仰之

思維模式的攻擊，因為它們預設了一種存在於“真實”（true）世界和 

“表像”（apparent）世界之間的二元論。在此類思維模式中，“真實”

世界外在於時間秩序、嬗變、多重性與生成，是一個自足的“存在”世

界，而將嬗變、生成與轉化的世界視為虛假、錯誤和假像的世界。尼

采對形而上學最尖銳的批評見於《偶像的黃昏》（The Twilight of Idols），

在此，形而上學被視為最糟糕的概念性偶像崇拜之結果，它源於以概

念指代一種客觀現實這一本質錯誤，這是超越我們以形諸現實存在的

生活經驗的一種客觀現實。哲學的歷史就是穿越這種虛偽的概念，從

而達至其矛盾與自我解構的結論的歷史。

尼采認為自己的寫作基本上克服了傳統形而上學。最能體現其形而

上學之終結觀的就是“上帝已死”的宣言（Nietzsche 1974: 167; 1923: 6），

此宣言最先出現在《快樂的科學》（The Gay Science），爾後反復出現于《查

拉圖斯特拉如是說》（Thus Spoke Zarathustra）。當然，尼采並不是第一個喊

出“上帝已死”這一振聾發聵之言的哲學家，此前黑格爾有過類似的表

達（Hegel 2005: 498），然而，這一理性顛覆工程直到尼采才宣告完成。

對他而言，這一死亡是基督教信仰本身的根本特徵，因為基督教就是建

基於耶穌之死之上的。不僅是作為上帝之子的基督死於我們罪惡的十字

架，而且上帝自身也亡於其上，依附於其上的整個形而上學也就自然隨

之壽終正寢了。

伴 隨 著 對 傳 統 形 而 上 學 的 批 判 的 就 是 尼 采 對 視 角 主 義

（perspectivism）的提倡。他堅持除了闡釋，不存在實有之物。尼采批

駁實證主義這種將事實視為存在的一切現象，認為“事實正是所無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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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what there is not），唯有闡釋。我們無法確立任何‘自在’（in itself）

的事實：也許試圖這麼做就是愚行”（Nietzsche 1968: 267）。在尼采看

來，“一切皆主觀”，“這種‘主觀’並非給定之物，而是添加、發明和

投射於實有之後的東西”；“只要‘知識’這個詞還有任何意義，世界就

可知；但它有不同的闡釋，其背後沒有單一的意義，而是有無盡的意

義。—— 此為‘視角主義’”（同上）。

這種視角主義拒斥傳統的形而上學，認為其主觀性的價值評判無

法超越文化建構或主體命名，因而並沒有主觀的事實、沒有事物本身

的知識，沒有倫理或認識論的絕對性。所謂的真理，不過是認知主體

闡釋、創造的結果。尼采的真理的倫理觀與視角主義認識論亦如出一

轍：“不存在所謂的道德現象，唯有對現象的道德闡釋”（同上: 91）；“道

德只是某種現象的闡釋 ——更準確地說，一種誤釋”（misinterpretation） 

（Nietzsche 1954: 501）。科學的闡釋法則必須視個人的不同視角情況

不斷重估，“真理”因此通過整合不同的優先視角而得以創造，它是通

過、也是為了個人和眾人創造的。

1.3 告別啟蒙理性，張揚強力意志

作為17-18世紀歐洲清除宗教迷信和世俗之蒙昧的文化運動，啟蒙

運動標舉理性的大旗，認為世間萬物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接受無

情之審判。自笛卡爾以來，幾乎整個啟蒙運動及後續追隨者，都弘揚

理性，視其為所有知識與社會進步的依據，真理之所存的基礎。這場思

想文化運動尤盛於法國和德國。法國的啟蒙主義思想家伏爾泰、盧梭、

狄德羅等，德國的啟蒙思想家則有萊辛、赫爾德、席勒、歌德、康德

等，他們高舉自由、平等的民主主義旗幟，反對天主教會（教義）的蒙

昧思想，提倡自然神論，以理性王國為訴求。正如霍克海姆和阿多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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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啟蒙運動從柏拉圖和亞裏斯多德形而上學的遺產中卻發現了某種

力量，並且對普遍的真理要求頂禮膜拜。啟蒙運動認為，在一般概念的

權威下，仍存在著對神靈鬼怪的恐懼，通過把自己裝扮成神靈鬼怪，人

們試圖對自然發揮影響”（霍克海姆、阿多諾，2006： 4）。因此追求大一

統的理性，排斥思想的多元性和多質性仍為其不變的終極訴求：“對啟

蒙運動而言，不能被還原為數字的，或最終不能被還原為太一（Eine）

的都是幻象；近代實證主義則把這些東西劃歸文學虛構領域。從巴門尼

德到羅素，同一性一直是一句口號，旨在堅持不懈地摧毀諸神與多質”

（同上：5）。本來，啟蒙理性的目標就是要消除神秘的世界，取締神

話，用知識取代幻想，但啟蒙精神從一開始就包含有損自由並導致集權

的一面：“啟蒙對待萬物，就像獨裁者對待人”（同上：6）。然而，吊詭的

是，“被啟蒙摧毀的神話，卻是啟蒙自身的產物”（同上：5）。

而對黑格爾而言，理性是絕對精神的自我認識，其“絕對精神不

經意之間逾越了歷史朝向未來的開放過程和不可調和的現實特性”， 

“啟蒙只有依靠徹底的啟蒙來彌補自身的不足”，就啟蒙辯證法而言， 

“理性作為宗教凝聚力的替代物而發揮作用”（哈貝馬斯 2004：97）。黑

格爾企圖用辯證法取代邏輯法，以此重燃啟蒙運動的希望。尼采面

臨兩種選擇：或對以主體為中心的理性再做一次內在的批判，抑或

徹底放棄啟蒙辯證法綱領。尼采沒有步黑格爾的後塵，而是“選擇了

後者 —— 他放棄對理性概念的再修正，並且告別了啟蒙辯證法”（同

上：97）。也就是從尼采開始，“現代性批判不再堅持其解放的內涵。

以主體為中心的理性直接面對理性的他者”（同上：110）。

尼采並沒有另起一套新的理性觀來取代啟蒙運動的理性觀，而

是決然的告別，否定並放棄了存在對實在進行合理而全面的解釋之幻

想。“尼采依靠超越理性視界的徹底的理性批判，建立起了權力理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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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概念”（哈貝馬斯，2004：112）。在尼采看來，世界表徵為既無目

的亦無文本為基礎的想像和闡釋的拼貼，創造意義的潛勢構成了“強力

意志”的基礎。這種強力意志無處不在，以主體為中心的理性憑籍強力

意志受虐狂式的顛覆獲得其整體的意義。由於啟蒙理性主義將理性看作

生命的本質，排斥並壓制生命的本能衝動，尼采因而特別張揚其強力意

志，以抵制啟蒙理性，解放對生命本能的壓制。

對尼采而言，強力意志亦即叔本華“生命意志”的強化，它是一種

本能的、自發的、非理性的力量，其哲學就是將生命意志置於理性之上

的、非理性的哲學，用強力意志取代以上帝為代表的傳統形而上學的地

位。他否定表徵為冷靜、所指、邏輯的理性主義，張揚激情、能指、非

邏輯為標誌的強力意志，它是創造的主要驅動力，包括成就、雄心以及

登上人生巔峰的終極追求。作為反達爾文進化論者，尼采多次表達了他

的觀點，即為生存而戰只是動物進化的次要驅動力，低於擴展權利（即

強力意志）的欲望。“世界即強力意志 —— 且別無其它！你們自己也是

這種強力意志 —— 且別無其它！”（Nietzsche 1968: 550）

二.尼采的後現代翻譯思想

尼采的後現代哲學思想也必然反映到他關於翻譯的思考，這是與

其哲學理念一脈相承的。儘管不成體系，但影響甚巨。

尼采的後現代翻譯思想並不多，主要見於《快樂的科學》（The Gay 

Science）中題為“論翻譯”的第83節和《善惡之彼岸》（Beyond Good and 

Evil）中無題名的第28節，各自獨立成篇。其中，《論翻譯》一節最能體

現其後現代翻譯思想，可以歸為上帝之死與作者之死生，以及強力意志

的征服與吸收佔領等幾個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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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上帝之死與作者之死生

尼采從其視角主義的真理觀出發，宣佈代表西方精神價值體系

的上帝已死，基於此的一整套基督教、理性主義價值觀轟然坍塌，永

恆真理不復存在。作為文本之上帝的作者亦必死無疑，真正的事實

並不存在，它“正是所無有之物，唯有闡釋”（Nietzsche 1968: 267）。 

（文本）世界的意義單元性消失，任何意義都是某一視角的結果： 

“它有不同的闡釋，其背後沒有單一的意義，而是有無盡的意義”

（Nietzsche 1968: 267）。由此意義從單元走向多元，開放了闡釋的無

限空間。因此，對於古羅馬時期的賀拉斯（Quintus Horace, 65 BC – 

8 BC）和普羅佩爾提烏斯（Sextus Propertius, 50 BC? – 15 BC?）等詩人翻

譯家而言，原文作者已死，譯者之生以作者之死為代價，譯者不必為

作者之死擔責：“詩歌原作者的經歷，以及以這些經歷入詩，這些與賀

拉斯們何干呢？”（Nietzsche 1974:137）

西方自古以來的翻譯實踐與理論思考，其主線就是以原作為 

唯 一 出 發 點 和 皈 依 ， 此 一 以 貫 之 的 傳 統 尤 見 於 最 具 廣 泛 影 響

力 的 聖 經 翻 譯 。 無 論 是 古 代 的 哲 羅 姆（ S t . J e r o m e ）、 奥 古 斯 丁 

（St. Augustine），中世紀的波伊提烏（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維爾（Niklas  von Wyle），文藝復興時期的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路德（Martin Luther），近代的於埃（Daniel Huet）、巴托（Charles 

Batteux）、施萊格爾（August W. Schlegel）、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荷爾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lin）、

德萊頓（John Dryden）、坎貝爾（George Campbell）、泰特勒

（Alexander Fraser Tytler）、阿諾德（Matthew Arnold），還是現代

的雅各布遜（Roman Jakobson）、卡特福德（John Catford）、薩瓦裡

（Theodore Savory）、紐馬克（Peter Newmark）、奈達（Eugene A. Nida）、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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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羅夫（Andrei V. Fedorov）等等（詳見譚載喜，2000: 27-290），儘管有直

譯與意譯、準確與通順、再現與創作之爭，但爭取（辨證地）與原文等值

是不變的主題。亦即，多是以原文（作者）的絕對權威為本質訴求與終極

皈依，原文及其作者享有的是一種類似基督教上帝的神聖權威。而尼采

則從羅馬人對希臘的領土佔領和文化征服出發，以一種隱喻化的“瀆神”

面目反抗並顛覆這一權威，通過宣告原作之死，抹去原文的標誌，使譯

作吸收原作並最終徹底取代原作，從而獲得並彰顯目標語文化的身份。

在尼采看來，譯者由此理應摒棄考古式的溯源訴求，不要拘泥

於過往的歷史傳統，而是清除掉過時的歷史印記，代之以當下，才

能活出當下的歷史意義。從方法論到目的論層面因時制宜、因地制

宜、因人制宜：“作為詩人，賀拉斯和普羅帕茲對於跑在歷史意識前

面的考古嗅覺毫無同情；作為詩人，他們不在乎那些私事、名號，

以及作為某個城市、海岸線、或者一個世紀以來的服飾和面具：只

是儘快代之以當下和羅馬人的東西”（Nietzsche 1974: 137）。對尼采

而言，“最受崇拜的先驗的‘真理’於我是有待進一步研究的臆測”；真

理並不可靠，甚至就是謬誤：“真理就是那麼一種謬誤，舍此，某些

生命種類就無法生存。生命的價值就其終極意義而言是決定性的”

（Nietzsche 1968: 272-273），而非先天規定性的。就此而言，任何 

“對等物”和“真理”等形上觀念是虛幻而不可把握的，假設一個 

“必定會在人類思想和人類價值中具有其對等物和尺度的世界，假設

一個可以憑藉我們微不足道的理性完全而一勞永逸地把握的‘真理’

世界，如果不是心理有病，愚蠢至極，就是沒有開化和過於天真”

（Nietzsche 1974: 335）。世界總是不斷生成的，所以“使存在顯得可信

的一切都沒有歷史”（同上: 81）。

後來，福柯在“何為作者？”一文中重申“誰在說話又有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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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 1998: 205-222），認為作者的主體性並非一個固化的先行

結構，亦非閱讀的前提，而是批評性閱讀的結果。並以此質疑、否

定作者的權威。這與巴特的文本理論幾乎如出一轍：作品只是放在架

子上的陳跡，文本則是居於語言並始終在生成活動中被體驗（Barthes 

1977: 156-157）。這些法國後結構主義者質疑邏各斯、顛覆作者權威

甚至殺死作者的種種大膽的解構行動，無一不是直接師承于其先祖尼

采。既然上帝已死，那麼，作為文本之上帝的作者也就必須死去，如

此才能開放閱讀與寫作的空間，能指增殖，從而迎來讀者的誕生，亦

即，“讀者的誕生必須以作者之死為代價”（同上: 148）。

作為闡釋者的作者催生了作品，作品也就作為歷史的陳跡停留在原

籍原地，獲得了其時的歷史意義；但隨著時代的變遷，必定喪失其歷史

意義而死去，而死去的東西是僵化無用而醜陋的，需要重新獲得其存在

的意義。就此而言，原作者（文本）亦不可避免地為譯者而死，只有歷

經死亡，才能推陳出新，由後來者（譯者）注入靈魂，使之復活，正所

謂向死而生，譯作/譯者之生當以原作/作者之死為前提和代價。因此，

尼采會借賀拉斯等偉大的古羅馬譯者之口發問：“我們難道不能推陳出

新，並且適應它嗎？難道不能把自己的靈魂吹進這僵死的形體內嗎？它

死了，而死的東西多麼醜陋呀！”（Nietzsche 1974: 137）尼采化身查拉

圖斯特拉殺死了人類終極價值的象徵——上帝——之後，也就殺死了作

為上帝的作者，從而顛覆了作者的權威，解放了文本，解放了譯者，使

作者通過另一種鳳凰涅槃的歷練重獲新生，奠定其當下的意義。

2.2 表徵強力意志的歷史意識與吸收佔領

關注歷史並不僅在於再現歷史的過去性，而更是在於其當下性。

尼采特別強調歷史意識，認為其時代意義取決於我們如何翻譯，如何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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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今用：“一個時代如何對待翻譯，如何把過去的時代和書籍拿來為己

所用，人們據此判斷一個時代具有多少歷史意識”（Nietzsche 1974: 136-

137）。尼采的這種歷史意識，並非簡單地試圖回歸過去、拘泥陳跡、復

原歷史，而是如何反思歷史、利用歷史，讓歷史為當下服務，這樣才能

體現時人的智慧，通過對啟動過去來體現一個時代的偉大與超邁。歷史

只存在於我們的當前，如果沒有當前的生命，就沒有過去的歷史可言，

正如克羅齊日後所言“一切真實的歷史都是當代史”（Croce 1921: 12）。

這也就不難理解，尼采為何一直堅持認為真理的生成性、闡釋性

和虛無性：“世界的價值就在於我們的闡釋……世界是‘流動’的，是生

成的，是不斷推演的，是從來不曾達到真理的假像，因為——沒有什

麼‘真理’”（Nietzsche 1968: 330）。歷史也是闡釋的結果，只有通過時

人的闡釋才有意義，才能進入並參與當代的生活與生命。惟其如此，歷

史與古典方能活在當下，歷久彌新，並重新煥發其往昔的光輝。這些理

念都能從尼采有關古羅馬人對古希臘的文化遺產的翻譯與利用中得到印

證：“古羅馬時代是多麼強勁而純真地攫取更古老的希臘優秀和高尚的一

切東西！看他們如何將其翻譯成羅馬的現時的！又是如何有意而漠然地

拭去稱為現時的這只蝴蝶翅膀上的灰塵的吧！”（Nietzsche 1974: 137）。

歷史之有無意義依賴於我們如何讓它服務於當下，它沒有給定的真理，

其現實意義基於當代的闡釋行動。譯者只有勇敢地抹去積壓在作為歷史

標本的蝴蝶翅膀上的塵埃，注入現時的靈魂，才能破繭重生，再現其往

日的輝煌，翩然翻飛於今人的花園：“我們難道不能推陳出新，並且適應它

嗎？難道不能把自己的靈魂吹進這僵死的形體內嗎？”（同上: 137）。在此，

尼采通過摒棄一成不變的歷史價值觀，彰顯了他實用理性的一面：“意

識只有在意識達到有益的程度才是現存的，毋庸置疑，所有的意義概念

都彌漫著價值判斷”（Nietzsche 1968: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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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歷史的意識體現、並服膺于當下的意義，那麼，譯者就沒有

必要陶醉於歷史意識，那些古老的、異域的東西只有脫去復古的、異

己的歷史外衣，祛除其歷史之昧，才能避免與當下格格不入的尷尬，

使其真正活在當下：“他們﹝賀拉斯們﹞不知道享受歷史意識；過往

的、異域的東西使他們尷尬”（Nietzsche 1974: 137）。要想“拭去稱為

現時的這只蝴蝶翅膀上的灰塵”，譯者就要用超人般的強力意志去佔領

所需的作品，就像當初羅馬人勇敢而無情地佔領希臘一樣，毫無顧忌

地把希臘的東西轉換為羅馬的，使其羅馬化：

作為羅馬人，激發他們的就是佔領。事實上，他們翻譯就是佔領，不但祛除

歷史的東西，還加上對當今的暗示，更是刪去詩人的姓名，代之以自己的姓

名——毫無剽竊之感，而是心懷羅馬帝國那冠絕古今的良知（同上: 137-138）。

在 尼 采 看 來 ， 譯 者 為 復 活 古 典 的 價 值 ， 使 其 服 務 當 今 ， 就 必 須 

“再造自然：甩開道德”（Nietzsche 1968: 218）。此舉看似非道德，其實

才是真正的道德，唯有通過強力意志的驅動才能實現：“迄今為止的最高

價值乃是權利意志的特例；道德本身乃是非道德的特例”（同上: 217）。

強力意志及其外化的佔領，在尼采的意志論哲學中舉足輕重，

亦為價值重估的先在條件與必然結果，有著一系列的反復表達，並不

僅限於對翻譯的思考：“一切意義都是強力意志（一切關聯的意義都

可歸結為這種意志）”（Nietzsche 1968: 323）；“強力意志只有憑反抗來

表現。……佔有和同化首先就是征服的意願，是一種塑造，是建造和

改造，直至最終是被征服者徹底過渡到進攻者的勢力範圍，並使之增

殖”（同上: 346）。這表明，尼采的強力意志理論有著跨越客體的一致

性與承續性，這無疑也順延至對翻譯的思考。尼采對（譯者）主體與主

體性的強調與張揚幾乎是毫無保留的，完全擺脫了歷來強加于譯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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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實的、非道德的指謫。獲得當下的意義與命名，這才是對被佔領者

而言最大的道德。只有古羅馬賀拉斯這種譯者，帶著超人般的強力意

志，才能使作品向死而生，開闢出起死回生的唯一途徑，古為今用、

他為己用，最有可能、也最大限度地實現其增殖。正是古羅馬帝國 

（的譯者）通過這樣一種改頭換面的強力佔領，復活了古希臘傳統，

從而成為一種超越歷史的、高尚的良知之體現。

此外，正如上文所示，尼采提倡意義的視角主義與闡釋的多元

性。這一點儘管沒有完全落實在他直接論及翻譯的論文中，但與翻譯

卻直接相關，因為翻譯就其本質上說就是一種闡釋，是譯者通過文本

在特定的文化時空與作者和讀者的當下對話。翻譯之真並不僅限於忠

實於原作（及其作者），很多時候更在於通過某一特定的視角和手段參

與現時的文化建設，達到以譯行事、以譯成事。這表明，一切思維過

程都源於特定的視角，進行真理或價值的判斷就有眾多可能的概念圖

式或曰視角，並不存在絕對之“真”：

何謂真理？它不過一堆可變的隱喻、轉喻、擬人：簡言之，是一群人類關

係，它們被詩意地、修辭性地強化、翻譯、綴飾，長期使用之後，一個民族

便以為它們固定、權威而約束有力。真理是那樣一些幻象，人們已經忘記它

們是幻想了；是那樣一些無力影響感覺的破舊隱喻；是那樣一些肖像早已磨

平的金幣，現在只能做金屬而非金幣了（Nietzsche 1911:180）。

在尼采看來，建基於基督教上帝的真理只是幻想，是主觀化的隱喻

而已；意義是變動不居的，總是需要依據時代的需要不斷闡釋。因

此，尼采要堅持相信自我，信任主觀，認為“一切皆主觀”（Nietzsche 

1968: 267），但這種主觀並非先天給定的，而是當下闡釋的結果。世

界總是“有不同的闡釋，其背後沒有單一的意義，而是有無盡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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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換言之，“是我們的需要在闡釋世界”（同上: 267）。人們總是根據

現時代的需要來定位歷史，翻譯的定位亦當如是觀之。在尼采看來，

從一個時代對待翻譯的態度和行為，“人們據此判斷一個時代具有多少

歷史意識”（Nietzsche 1974: 136-137）。歷史意識的多寡取決於我們如

何讓歷史服膺當代，依賴於我們當今的多元闡釋與理解。可見，其翻

譯的歷史意識與闡釋的視角主義也是一脈相承相通的。這也直接啟發

了海德格爾、伽達默爾以及福柯等思想家。福柯就曾宣稱：“無物絕對

地先於闡釋，畢竟一切都早已是闡釋，每一個符號其本身並非自動向

闡釋敞開之物，而是對其他符號的闡釋”（Foucault 1998: 275）。在他

看來，闡釋就是闡釋的前提和結果。

尼采盡其所能廢黜上帝的終極權威及單元主義價值觀，顛覆理性

及其奴性道德觀，告別傳統的形而上學，摒棄文本作者的權威；他提

倡多元主義、視角主義，力主價值重估，注重當下的歷史意識，張揚

強力意志及其征服者的真理觀等等，這些無不昭明其後現代哲學思想

及其在翻譯研究中的體現。

三.尼采後現代翻譯思想的影響

尼采的後現代翻譯思想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影響了一批繼起的

哲學家和翻譯理論家，如海德格爾、伽達默爾、布伯（Buber）、本雅

明、龐德、德里達、斯坦納、勒菲維爾等大家。

正如尼采一樣，海德格爾也質疑並批判整個西方的形而上學傳

統，張揚其“存在者之存在”的闡釋哲學。在論及翻譯思考中的《阿

那克西曼德之箴言》（The Anaximander Fragment）和《什麼召喚思？》

（“Was heisst Denken?”）兩文中，海德格爾反對字面翻譯，提倡跨越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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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的意義轉渡（übersetzen）。他反對字面的忠實，而必須深入語言的本

質。在《箴言》開篇，海德格爾在對比了尼采和第爾斯的譯文後指出： 

“只要一種譯文僅僅只是按字面直譯，那麼它就未必忠實。只有當譯文是以

事物本身的語言而言說的話語，譯文才是忠實的”（Heidegger 1984: 14）。“我 

們的思想在翻譯之前就必須轉渡到那個以希臘文道說出來的東西之中。

思想的轉渡進入箴言的言說，此乃跨越鴻溝的一次跳躍。此鴻溝並不

僅限於二千五百年之久的年代學—歷史學的距離”（同上: 19）。在海德

格爾看來，只有在跨越歷史鴻溝的思想對話中，古老的箴言才能得以

翻譯：“思想之箴言唯有在與箴言之所說的思想對話中才能得到翻譯”

（同上: 19），翻譯就是超越歷史的思想對話之結果。他還在《什麼召喚

思？》的講演中指出，“每種翻譯都是解釋，而所有的解釋都是翻譯”

（Gondek 1997: 269）。可謂無解釋不翻譯，無翻譯不解釋。

在海德格爾的學生伽達默爾看來，翻譯就是理解，理解總是要超

越作者的視域，“理解在任何地方都不意味著對作者所‘意謂’的那種東

西的純粹恢復，不管他是藝術品的創作者、行為的從事者、法律書的

作者，還是別的什麼人。作者的想法沒有限制理解的視域，使解釋者

必須移動的那種理解視域”（Gadamer 1976: 210）。翻譯遠非局限于原文

的複製，而少不了譯者主體性的涉入的結果：“譯者的任務絕非僅僅是

複製原文所言，而是把自身置入所言之意向中（即，其意義中），以便

將所言保存於自己言說之意向中”（同上: 68）。尋找作者是徒勞的，因

為作者的觀點並不具有權威性：“理解一本書的標準絕不是知道其作者

的意思”（Gadamer 2004: 184），這種作者的意圖謬誤早已為闡釋學所

揭示，作為闡釋者的譯者必須把所要理解的意義置於另一個談話者所

生活的語境中。可見，原文並非作為闡釋者的譯者的最終訴求，而是

不同視域相互融合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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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海德格爾一樣，伽達默爾也強調一切翻譯都是闡釋，文本的意

義必須在新的語境中發揮新的作用：“由於這種意義應當在一種新的

語言世界中被人理解，所以這種意義必須在新的語言世界中以一種新

的方式發生作用。因此，一切翻譯同時就是一種闡釋，我們甚至可以

說，翻譯始終是闡釋的過程，是翻譯者對先給予他的詞語所進行的闡

釋的過程”（Gadamer 2004: 386）。在他們看來，理解在本質上就是把

過去的意義置於當前語境的一種調解或翻譯，一切闡釋的產生都以此

在的歷史性為基礎和歸宿。

不難看出，無論是海德格爾還是伽達默爾，他們都堅持對所翻譯

或闡釋的文本進行“歷史的再語境化”（Gentzler 2004: 156），其對翻譯

的形上思考所昭示的歷史意識的當下性、闡釋的普遍性和無窮性，與尼

采反對文本至上的形而上學觀，注重當下性的歷史意識和視角主義闡釋

思想可謂一脈相承。

此外，本雅明在其影響深廣的《論譯者之任務》一文中亦反對作

為複製的翻譯，認為“如果翻譯的終極本質是努力達到與原作的相似

性，那麼任何翻譯都是不可能的”（Benjamin 1968: 73）。只有推陳出

新，原作才能重獲新生：“在譯文中原作的生命會獲得持續更新和最

完整的開放”（同上: 72）。他由此提倡一種更新的再創作，以達至一

種理想的“純語言”。所以，“譯者的任務就是要在其自身語言中將純

語言從另一語言的魔咒中解脫出來，在他對作品的再創造中解放囚

禁在作品中的語言”（同上: 80），而非盡力複製原作，因為“翻譯絕非

兩種僵死語言乾巴巴的等式”（同上: 73）。此後，德里達在《巴別塔》

（Des Tours de Babel）一文中從一種解構的視角接續本雅明的洞見，認

為翻譯之愛不繁殖、不恢復、不再現，只有翻譯才能使本雅明所言的

純語言顯露出來（Derrida 2007: 222）。又有保羅•德曼、雅各斯和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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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姆等承襲了這些路數，並且走得更遠，認為“譯者必須放棄重新

找到原文意思的任務”（德曼，2005：50）。而龐德近于原創的“闡釋性

翻譯”（Pound 1954: 200）、斯坦納所例舉的作為闡釋行動的翻譯“四步

驟”：“信任”、“攻佔”、“吸納”、“補償”（Steiner 1998: 312-319），以及

勒菲維爾的文化語境下翻譯的“操控”論、“重寫”論（Lefevere 1992）等

等，儘管表徵不一，但萬變不離其宗者，無不顯現為海德格爾所言尼

采哲學中“存在者之存在”的強力／權力意志，而究其根本，都可以追

溯到尼采的後現代哲學及其翻譯思考所蘊涵的振聾發聵之微言大義。

尼采的後現代哲學與翻譯思想啟發了眾多的後來者，通過廢黜代

表文本上帝的作者，解放了譯者，造就了讀者，開放了能指的多重闡釋

空間，擺脫了長期以來壓抑譯者創造性的倫理拷問，張揚了譯者的主

體性，拓展了翻譯研究的視野，因而有著不可或缺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

值。然而，由於在摒棄了文本／作者中心的同時，賦予了譯者／讀者

幾乎不受制約的權力意志，部分導致了類似解構主義翻譯研究的劍走偏

鋒，及其意義的虛無主義之氾濫。這就如一枚硬幣的兩面，無計回避，

仍然需要我們理性的反思。不過，那是另一個論題，此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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謊言與欺騙：翻譯的另一面

藍紅軍

Abstract
Lying and Cheating: The other Side of Translation (by Lan Hong-jun)

Lying and cheating, towards which we tend to hold a hostile attitude 
because of our ethics, is as pervasive in translation as in other form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The fact that fidelity,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principle of translation, is valued so much indicates 
that it is just because translators are going too often into the reverse side 
of fidelity, no matter how much people depreciate or dislike. Thus, as a 
phenomenon to be faced with every day in translation, lying and cheating 
should not be ignored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light of this, the paper makes 
a tentative study of the causes, the classifications and the functions of lying 
and cheating in translation, trying also to explore a new perspective into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謊言和欺騙在人類生活和社會交往的各個方面無處不在（查理斯•

福特，2001: 1），在翻譯中自然也不例外。翻譯中的謊言與欺騙是相對

於翻譯的忠實而言的，意義表達真實性對於作為一種跨語交際行為的翻

譯而言可謂至關重要，忠實和謊言則是翻譯中表達真實性的正反兩面，

兩者相互對立而又相輔相成。自古以來，忠實一直是人的言語行為規

範，既包括以實相告的言說態度，也包括言合於意的言說內容。就翻譯

而言，忠實是人們普遍認同的翻譯準則，與“誠”“信”同義，即“以原文

之實告譯文讀者”（彭長江，2007: 67）。然而不難理解，人們之所以需要

以忠實為準則來規範翻譯行為，既是為了避免謊言和欺騙的存在，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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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謊言和欺騙的存在。

譯學界圍繞翻譯中意義表達的真實性展開過諸多討論，主要圍

繞“忠實”進行，包括何為翻譯忠實，翻譯需不需要忠實，如何保持譯

文忠實和對譯文不忠實的批判等，但與“忠實”相對立的“謊言”卻並

未成為譯學語彙。鑒於謊言已是諸多現代學科的研究客體，已形成了

跨心理學、語言學、社會學、行為學等多學科的交叉研究領域，相關

理論與實證研究已經超過30年（孫武，2008: 25），而同時謊言在翻譯

中也普遍存在，筆者認為引入“謊言”作為譯學學術概念可能有助於

拓展譯學討論的範疇，考察翻譯謊言的成因、類別和影響等也有助於

我們從另一個角度認識翻譯的本質，因而擬拋開對翻譯謊言的價值爭

辯，試圖從中立的角度對翻譯謊言現象進行考察。

一、翻譯謊言的普遍存在

“謊言”（lying）[1] 是人們很熟悉的一個詞，卻不是一個不辯自明

的概念，目前已有各種界定，還有學者（Carson 2006）專門討論過

謊言的定義，但還沒有一個普遍接受的“謊言”定義（Kagan 1998: 

113）。但總地來說，對“謊言”的理解可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

的界定僅從言語的真實性（真／假）或僅從言語者的誠實性（誠／偽）出

發，如《辭海》（1977年版）將“謊言”解釋為“假話；騙人的話”；《現

代漢語詞典（2002年增補版）》將之釋為“不真實，騙人的話；假話”。 

“假話”指涉言語不真實，而“騙人的話”指涉言語者的欺騙態度。

而狹義的界定既考慮言語的真實性也考慮言語者的誠實性。《朗文當

代高級英語辭典（2009年版）》（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 sh）對“ 謊 言 ”的 釋 義 是“ 所 寫 或 所 說 的 明 知 不 真 實 的 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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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thing that you say or write that you know is untrue）；《牛津

英語大詞典（2007年簡編版）》（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釋

義是“故意作出的虛假陳述”（an intentionally false statement）。目前

學界採用得較多的是心理學對謊言的界定“在明知真相的情況下故意

對事實進行隱瞞、歪曲或憑空編造虛假資訊”（Depaulo, et al 2003）。

為使討論更有針對性，本文採用狹義的界定：謊言是指行為人有

意識地傳遞出的不真實的資訊。鑒於符號“述真／非述真”問題貫穿符

號表意的三個環節：發送者的意圖意義、文本（包括潛文本）攜帶的

文本意義、接受者的解釋意義（趙毅衡，2010: 30），據此可以分析出

謊言的構成要素：1）不真實的資訊；2）虛假資訊發送者的明知或故

意；3）虛假資訊的接受者。三者缺一不可。在翻譯領域，謊言指作為

跨語（或跨符號）交際中介的翻譯主體（譯者或譯員）有意識地向翻譯

受眾（譯作讀者或譯語聽眾）傳遞的不真實的原文資訊。區分翻譯忠實

與翻譯謊言的要素為：1）譯文傳達原文意義的真實性；2）譯者對待原

文的誠信態度；3）譯文讀者的存在。

謊言因其“違實”、“不誠”而讓人聯想到“虛偽”、“狡詐”和 

“欺騙”等，因而一直遭到人們道德上的拒斥。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

誠信具有極其重要的分量，孔孟之道認為誠信為一切德性的基礎，無

誠則無德，無信則不立。柏拉圖（Plato）在《理想國》（The Republic）

中說到“無論神還是人對謊言都是深惡痛絕的”（1991: 60）；康得

（Kant 1993: v-x）將謊言視為絕對的內在的惡，認為任何時候任何情況

下說謊都是不道德的，謊言即使不特別傷害某個人，也是對人類普遍

的傷害，因而提倡摒棄一切謊言。現代道義論（Kupfer 1982）也認為說

謊不僅破壞了交際雙方以誠相告的契約，其傳遞的資訊也限制了交際對

方的自由，導致其做出錯誤選擇，同時也會使說謊者信念系統發生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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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產生不安。然而，不管人們對謊言的道德評價如何，謊言現象在

文學、政治、軍事、法律、醫療、宗教、商務、金融、傳媒、廣告等

領域十分普遍，甚至可以說，謊言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社

會學認為“說謊是兒童學會講真話時出現的一種正常現象”（查理斯•

福特，2001: 71），“學會恰當地撒謊是人類社會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特

徵”（Barnes 1994: 8）。還有學者認為，在人類社會中，“符合誠信原則

的交流傳達並不多，這些理想原則只是一種評價要求”，甚至可以反過

來說，“非誠信為正常，誠信是例外”（趙毅衡，2010：27）。

謊言的普遍性使之成為古往今來一個重要的哲學主題，奥古斯

丁（St. Augustine）、阿奎那（T. Aquinas）、格勞秀斯（H. Grotius）

等 西 方 經 典 哲 學 家 對 謊 言 做 過 多 角 度 的 考 察 與 論 述 。 在 尼 采

（F. Nietzsche）那裏謊言是一個形而上學問題，在費耶阿本德（P. 

Feyerabend）那裏謊言則是一個科學哲學問題。分析哲學家弗雷格

（F. Frege）、維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蒯因（W. Quine）、安斯

康姆（G. Anscombe）、大衛森（D. Davidson）等都將謊言納入自己的

思考領地，提出了諸多深邃的洞見。（陳常燊，2010：100）同時，謊

言也是社會學、邏輯學、心理學、法學、語言學、敍事學、教育學

等眾多學科領域共同關心的主題。艾柯甚至說符號學是“研究一切用

以撒謊的事物的學科”（Eco 1976: 58-59）。阿倫特（Arendt 1967）也

指出，政治領域中沒人將真實視為美德，謊言一直被認為是政客、

煽動家，甚至政治家的必要的和正當的工具。

翻譯中忠實一直被奉為至理圭臬，雖然也曾受到質疑和解構，

但它在絕大多數譯者心中的地位依然有如神明，不可撼動。忠實作

為翻譯的倫理準則，它要求譯者向譯文受眾真實完整地傳達原文的

意義。因而，翻譯是一場譯者對原文意義的求真之旅，也是一場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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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翻譯忠實的朝聖之旅。譯者對原文的意義求真是對翻譯價值的

追求，對忠實的朝聖是對心底信仰的堅持，然而，並非虔誠就能見

到心中的神靈，並非求真就能做到不言謊。正是忠實被視作翻譯的

至高理想意味著譯者有意或無意的不實之言是翻譯中的常態，意味

著翻譯中的謊言也如日常生活中的謊言一樣，對於人類的跨語交際

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

中西譯論文獻顯示，人們早就認識到翻譯中有太多的不實之

言。支謙在中國譯論開山之作《法句經序》中曾以“美言不信”和 

“言不盡意”感歎忠實難求（羅新璋、陳應年，2009：22）；道安在 

《比丘大戒序》中以“其謬多矣”、“失旨多矣”和“葡萄酒之被水也”

批評翻譯失真（同上28）。 钱锺书在《管錐編》中更是明確指出“失本”

是翻譯的本質，他說“知‘本’有非‘失’不可者，此‘本’不‘失’，便不

成翻譯”（2001：84）。巴特勒（S. Butler）的“誤解作者，誤告讀者，

是為譯者”（commonly mistakes the one and misinforms the other）（ 钱锺

书，2001: 89）也說明：不管譯者如何宣稱求信求真，但實際上卻總是

以不實之言誤告讀者。雖然其中不乏譯者的無心之過，但傳遞了不實

之言卻難逃有欺譯文讀者之咎。

如果說譯者傳遞的不實之言並不全然都是翻譯謊言，那麼譯者

在知曉的情況下為之的（不管是迫不得已還是主動選擇）則完全屬於

翻譯謊言了。對於譯者明知而傳遞不實言語的情況，人們也早就注

意到了。如道朗在《大涅盤經序》中的“隨意增損，雜以世語，緣使

違失本正，如乳之投水”（羅新璋、陳應年，2009: 59）就是對翻譯不

誠無信的描寫。而著名的義大利諺語“Traduttore, traditore”（譯者即

背叛者）也反映了人們對這樣的現實的認識：以傳遞原文意義為使命

的譯者實際上卻總在翻譯中背叛原文作者意圖或原文文本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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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中譯者對原文的意義求真經常遭遇原文意義多重性、譯者

認知有限性、翻譯倫理衝突、贊助人及外部操控、受眾拒斥等現實困

境，加之在原文自在客觀意義闕如的情況下，人們又“只承認絕對的

忠實，而不承認相對的忠實”（王東風，2004: 3），因而忠實似乎就變

成了一種無法企及的理想。翻譯過程中，譯者需要跨越各種鴻溝，面

對“文本距離、時間距離、身份距離、文化距離、審美距離、操控距

離”（孫藝風，2013）等各種距離，要求譯文與原文的意義始終保持一

致，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等於要求譯者為不可為之事。而從另一個角度

看來，譯者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予人以“被水之酒”、“投水之乳”，被

貼上說謊者的標籤也就並不冤枉了。

二、翻譯謊言的類別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常常區分善意謊言與惡意謊言，而學界關

於謊言的類別則有更多的觀點，如根據說謊目的與意圖分（Rousseau 

1782；福特，2001: 30-34；楊曉蓉、何明烈，2007；洪丹，2008），

根據謊言的主體組織方式分（Arendt 1967），根據謊言表現形式分 

（錢冠連，1986；徐行，1991；李正鋼，1992），根據謊言與情景語

境的符合情況分（辛菊，2003）以及根據謊言的內容、後果、評判和

可識別度分（羊芙葳，2012a）等。如前所述，譯學界有過不少關於翻

譯中意義真實性方面的討論，但將“謊言”納為譯學學術概念尚屬新的

嘗試，因而也就缺乏對於翻譯謊言的分類。劃分翻譯謊言的類別需要

考慮翻譯自身的特點，同時借鑒其他領域對謊言類別的劃分。筆者嘗

試根據翻譯謊言的原文依據、製造翻譯謊言的主體和製造翻譯謊言的

動機等為參數提出如下三組分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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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有原文謊言與無原文謊言

謊言所傳遞的資訊，可能是有事實存在，而資訊與事實不符，也

可能是無事實存在，資訊為捏造而成。如前所述，區分翻譯忠實和翻

譯謊言的參數之一為譯文傳達原文意義的真實性，因而根據翻譯中是

否有原文事實為依據，可以將翻譯謊言分為有原文的謊言和無原文的

謊言。前者表現為與原文相對應的譯文資訊被扭曲、篡改、刪減、隱

瞞等，而後者表現為無中生有、虛構編造原文內容。無原文的翻譯謊

言又可進而分為部分無原文與完全無原文兩種。完全無原文的翻譯謊

言其名為譯，但原文壓根就不存在，或譯文與所聲稱的原文完全不對

應。

譯界常說，翻譯中原文為第一性，譯文為第二性。而在譯者手

中，原文卻總是被動的，譯者在翻譯中對原文進行操控、增刪、改寫

等情況並不鮮見。不難想像，譯者經常在原文作者和譯文讀者都毫

不知情的情況下，將原文意義“打扮一番”，甚至“梟首削足”之後推

給讀者。晚清翻譯潮中譯家對原文大肆改寫已是譯學界所熟知的事，

林紓翻譯中故意而為的“誤譯”例子自不必多說，其他譯者在譯文

中作假或摻假的情況也司空見慣，例如，蘇曼殊在翻譯的《慘世界》

中就加入了一半以上原作所沒有的東西，使之成了半譯半作的翻譯小

說。1945年，美國人伊萬•金（Evan King）翻譯出版了《駱駝祥子》，

譯文中增加了人物與故事情節，改變了老舍原著的結局，譯本情節不

符合當時中國的社會現實，把原作對黑暗的揭示和對軟弱的批判變成

了對現實痛苦的掩飾。20世紀30年代，傅東華在翻譯《飄》時也特意

刪除了原文中大段的對人物心理活動或周圍環境的描寫性段落。這些

譯例中，譯文讀者讀到的實際上都是經過譯者“添油加醋”或“刻意隱

瞞”後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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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託 並 不 存 在 的 原 文 呈 現“ 翻 譯 ”， 這 是 翻 譯 謊 言 的 典

型 表 現 之 一 。 波 波 維 奇（ A . Po p o v i č ）於 1 9 7 6 年 提 出 偽 譯 [ 3 ]

（pseudo translation）概念，圖裏（G. Toury）在《描述翻譯學及其它》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中對偽譯作了專門的討

論，將之定義（Toury 2001: 40）為那些無對應的原本存在，不曾發

生事實上的語言轉換，卻以翻譯文本的方式呈現的作品。偽譯在古

今中外都不乏其例。1762年，蓋爾語詩人麥克弗森（J. Macpherson）

聲稱發現了凱爾特神話中的古愛爾蘭著名勇士與吟游詩人奧西恩

（Ossian）的詩，並假託從3世紀凱爾特語的原文翻譯出版了《奧西

恩》和《芬戈爾》兩部史詩，這些詩篇很快傳遍了整個歐洲，實際

上，這些對早期浪漫主義運動產生了重要影響的作品雖有部分譯自

凱爾特語民謠，但大部分是麥克菲森自己發揮想像編撰而成的。（荷

蘭時代生活圖書公司 2006: 138）早期西方漢學家翻譯《聊齋志異》

時也存在大量的偽譯現象，法國漢學家德莫朗（G. S. de Morant）

的譯本 Strange Stories from the Lodge of Leisures 中有5篇故事在 

《聊齋志異》中根本找不到對應原本，完全是德莫朗借翻譯之名行的

創作之實（李海軍，2014：51）。

我國佛教發展史中，無原文的翻譯謊言也十分多見。僧人假借佛

說編造佛經，或是將原典章句辭彙進行摘譯、剪裁，或憑空杜撰，冠以

譯經之名，從而形成大量疑偽經。東晉道安是我國佛教史上最早注意

到疑偽經並對其進行整理的人，他所編撰的《綜理眾經目錄》收錄疑偽

經26部30卷，之後隋•法經《眾經目錄》、隋•彥琮《眾經目錄》、唐•靜 

泰《眾經目錄》、唐•道宣《大唐內典錄》、唐•明儉《大週刊定眾經目

錄》、唐•智異《開元釋教錄》，唐•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等都辟有

專章來著錄考訂疑偽經。從歷代經錄對疑偽經的著錄可以看出，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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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錄學家們對疑偽經一直都堅持著排斥、鄙視的立場，但是隨著時間

的推移，疑偽經的數量卻在不斷增加，到了唐朝，圓照收錄的疑偽經

已達407部1510卷（熊娟，2010: 19-32）。而據臺灣學者王文顏（1992

／1997）的研究，歷代經錄中著錄的疑偽經共有423部。美國學者

那提慧（Nattier 1992）認為當今世界流通最為廣泛的佛教經典之一 

《般若心經》實際上並非源自婆羅多，而是“出口轉內銷”的偽譯，那

提慧考證認為《般若心經》最早應是自《大智度論》中所引的《大經》的

一個改編集錄，後被回譯成梵文，再由此梵本翻成今日中土流傳千百

年的《心經》，那提慧甚至懷疑其中扮演回譯角色的就是玄奘本人。

無論是篡改原文資訊，還是假託原文捏造資訊而產生翻譯謊言，

當它們問世之時，受眾往往並不知道這些“翻譯文本”是否與原文一

致，是否有原文為依據，通常想當然地認為所讀到的就是原文資訊的

再現，是將之視為譯作來接受的。在我國翻譯史上，這兩種翻譯謊言

一直都存在。歷次翻譯高潮中，有原文的謊言和無原文的謊言都大行

其道，而在當代，雖然“忠實”已寫入了有關翻譯的規範性文檔，但像

字幕組對原文大肆改寫的“神翻譯”在網路上還廣泛流傳，甚至連偽譯

這種徹頭徹尾的翻譯謊言也“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 

（張成智，2007: 219）。

2.2 個體性謊言與群體性謊言

從謊言主體來看，翻譯謊言可分為個體性謊言和群體性謊言。個

體性翻譯謊言指單個譯者在其翻譯中製造的謊言，而群體性翻譯謊言

指譯者群體或參與翻譯資訊傳播各個環節中的多個主體共同製造的翻

譯謊言。

一般說來，譯者是翻譯謊言的第一責任主體。譯者在翻譯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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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離原文作者意圖，增刪、修改，甚至杜撰原作資訊，這種由譯者個

體主導製造的翻譯謊言是最為多見的，也是最為明顯的。清末楊紫麟

和包天笑在翻譯英國作家哈葛德（H. Haggard）的《迦因小傳》時，為

了迎合讀者的倫理觀念，將迦因改造成不染污濁的女性形象，“百計

彌縫而曲為迦因諱者”（寅半生，1989：229），對原作內容進行了大量

的刪改。相比之下，林紓則選擇了全譯，保留了迦因未婚先孕並生子

的有關情節。同一時代，兩種不同的翻譯處理方式，其中的翻譯謊言

更應視為譯者個人所為。

個體性翻譯謊言又可以分為匿名謊言和實名謊言。中國佛教史

中一些佛教徒不滿足於翻譯，而假借翻譯佛經的形式把自己所掌握的

佛教教義與中國傳統的文化思想、宗教習俗結合起來編撰成經卷，這

些偽經基本屬於匿名之作。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的“譯作”《第三只眼睛看中國》曾一度引起海內外極大反響，在港臺

和西方社會，也曾引發了諸多重要的話題，後來證明該書“譯者”王山

是真正的作者，而所標示的作者“德國學者洛伊寧格爾”實為子虛烏

有，該作屬於實名的翻譯謊言。

群體性翻譯謊言主要出現在政治與意識形態領域，表現為群體有

組織地對翻譯進行操控，製造譯文中的虛假資訊取代原文資訊的現象。

阿倫特（Arendt 1971）在《政治中的謊言》（Lying in Politics: Reflections on 

the Pentagon Papers）中對美國政府的謊言政治予以了強烈抨擊，在她看

來，政治總是和謊言結合在一起，謊言天生具有政治的功能，謊言也

常被視為達成政治目的的合理手段。譯學界對於翻譯與政治的關係已

做過相當多的探討，對於翻譯在政治中扮演的“共謀”角色不無了解。

雖然翻譯以忠實為標準，政治以謊言為著稱，但翻譯與政治從來都不

是互不相干的，意識形態一直是操控翻譯實踐的“一隻看不見的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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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風，2003: 18-25）如果說，翻譯是政治工具之一的話，那麼在政治 

“正當目的”的影響下，譯者無疑也會有意地撒謊和公然地欺騙。現代

政治謊言的特點是其有組織性和自我欺騙性（Arendt 1971），在現代政

治中，譯者僅為謊言系統中的一環，在政治工具理性的裹挾之下，往往

身不由己，或隱藏原文世界的部分事實、或銷毀原文的部分事實。

韋努蒂（Venuti 1994）在《翻譯與文化身份的塑造》（Transl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一文中提及二戰後的美國對日

本小說的翻譯。五六十年代美國一些著名的出版商翻譯出版了大量的

日本小說，確立了日本小說的英譯典律，將文本的選擇主要集中在穀

崎、川端康成和三島由紀夫等幾個作家身上，通過翻譯將日本描畫為

一個被奇異化、審美化了的完美的異域國度，與其戰前好鬥黷武，近

在咫尺的威脅性的形象完全相反。這類謊言是二戰後美國為維護其霸

權地位，遏制前蘇聯在東方的影響而刻意營造的，參與謊言製造的不

僅有學者、譯者，還有出版商和美國政府。

朱剛（2000: 54-61）討論過這樣一個翻譯案例：1997年對香

港回歸的報導，我國媒體對外的英文翻譯採用的是“return”，而西

方媒體和學術界採用的翻譯卻是“revert”，這一看似細小的不同實

際上反映了西方政治界合謀向世界人民傳遞的一個群體性翻譯謊

言。因為“return”意為“返還”、“返回到原來狀態”或“物歸原主”，

而“revert”具有的法律意涵為“到了法定期限，受贈者將受贈物返還給

原捐贈者或其繼承人”，那麼英國對香港的佔有和“交還”都是基於法

定條款，這樣就遮蔽了《南京條約》的不平等性質，而且根據當初清政

府與英國的“約定”，香港、九龍屬於永久“割讓”，1997年該歸還的只

是它“租借”的新界地區。在這樣的翻譯謊言之中，香港回歸中國之歷

史正義反倒被描黑為中國不合法也不合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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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利己謊言和利他謊言

說謊是一種意向性行為，日常生活中人們說謊有善意和惡意之

分。善意謊言表現為行為人意圖友好而傳遞不實的資訊；惡意謊言則

是行為人為了害人而傳遞虛假的資訊。善意謊言者以維護他人利益為

出發點，惡意謊言者以損人利己為目的，有時即使不利己也要損人。

作為跨語交際活動，翻譯中譯者傳遞與原文意義不符資訊的動機雖有

善惡之分，但不利己也要損害原文作者或譯文讀者利益的情況十分罕

見，因而從動機來看，翻譯謊言更多的是利己謊言和利他謊言。

翻譯中的利己謊言指譯者為實現個人利益而製造的謊言。《新京

報》曾發文揭露偽書的“四大門派”（吳亞順，2014），其中提及一例，

在中國銷量高達200萬冊的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執行力》一書 

“作者”“哈佛商學院管理學教授保羅•湯瑪斯”完全是一個杜撰的名

字，所署“譯者”“白山”也不知是何人，該書東拼西湊多處抄襲他人，

是出版社為了商業利益而炮製出來的偽譯，屬於罔顧讀者利益及市場

規範的利己謊言。這種唯利是圖而製造翻譯謊言的情況並非只在中國

存在。長期以來，西方出版機構一直按預設的“阿拉伯形象”，對在阿

拉伯遭查禁的作品，表現阿拉伯社會封閉、愚昧落後、野蠻荒誕的作

品做過度傾斜的譯介，經常置原文化主體的文藝美感於不顧，以滿足

西方讀者對阿拉伯文學的消費心理（林豐民，1999）。此類利己的翻譯

謊言既不利於增進西方讀者對阿拉伯文化的全面了解，也不利於阿拉

伯文化獲得西方世界的認同和尊重，只是強化了西方人對於東方文化

的神秘化、野蠻化和妖魔化的想像，是西方出版機構逐利的體現。不

管譯者是否懷有惡意，翻譯中的利己謊言總讓人反感和厭惡。

翻譯中的利他謊言指譯者為了自身以外的他人或社會的利益而生

產的謊言。相對而言，利他謊言由於其“非自私性”而給人一種可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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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甚至值得贊許的印象。翻譯史上那些為了弘揚佛法而編錄佛言，

以“翻譯”形式面世的“佛經”可謂是典型的利他謊言。清末眾多譯者改

變西方小說的敍事結構，以章回體小說的形式呈現故事，刪改許多違

逆當時道德觀念的情節描寫，增添原文中沒有的角色，顯然譯者將原文 

“改頭換面”或者進行“再創作”之目的並非為了誤導讀者，而是為了

順應當時的讀者接受，同時也為了維護當時倫理觀念，而對原作進行的 

“形象加工”。另外，一些有識之士以救亡圖存為目的，偽造譯本或在譯

本中宣揚原作所沒有的革新思想，他們製造的翻譯謊言也非出於私心。

嚴復翻譯《天演論》，原文取自赫胥黎（A. Huxley）的《進化論與

倫理學》（Evolution and Ethics），原著本意為：自然界“物競天擇，適

者生存”，以致優勝劣敗、弱肉強食；而人類社會的倫理與自然法則、

生命過程不同。人類社會的進展，意味著對宇宙過程的抑制。人類因

為有天良，善於感受同情，足可以超越競爭。所以進化論並不適用於

人類社會。但嚴複卻借《天演論》宣稱：事實上人跟禽獸最初沒有分

別，個人組成社會是為了安全利益，而不是因為有天良、懂同情。進

化過程把能夠、善於組織社會的群體挑選出來，懂同情的群體，更

有機會組織好社會，得以留存，不懂得同情的人類群體，在進化過程

中被淘汰了。適者生存的法則同樣適用於人類的種族和社會之間。譯

作如此背離原作，不是嚴複翻譯水準不夠，而是他念念不忘“自強保

種”，激勵國人自立自強，爭為天擇的“適者”（施雨華，2013）。

《親歷共和國60年——歷史進程中的重大事件與決策》一書中曾記

錄毛澤東1949年訪蘇時發生的一件事。中蘇雙方在《中蘇友好同盟互

助條約》簽字儀式時，毛澤東對蘇方工作人員將自己的過錯推給中方時

抱怨了一句“總而言之，一切錯誤都在中國人身上！”史達林追問中方

譯員師哲毛澤東說了什麼，師哲並沒有如實翻譯，而是敷衍了過去（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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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2009：25）。很明顯，師哲當時說謊是基於對兩國友好關係的考慮。

利他的翻譯謊言又包括為利於原文作者及源語文化在譯入語的

傳播而製造的謊言，和為利於譯文讀者及譯入語社會與文化發展而製

造的謊言。很多情況下，利他與利己並不矛盾，因為譯者往往需要照

顧他者的利益才能實現自己的利益，在為己的同時也可以為他；而利

於原文及源語文化的傳播與利於譯文讀者及譯入語社會文化發展之間

也不總是相衝突，譯者可能偏于其一，但更可能同時兼顧原文作者和

譯文讀者兩者，兼顧源語文化傳播和譯入語文化發展兩個方面。正因

為翻譯謊言以善意為多，利己與利他相容，原文作者與譯文讀者利益

並重，源語文化傳播和譯入語社會文化發展兼顧，翻譯的謊言往往為

人所容忍和接受，翻譯中對原文意義的“背叛”不被視為“欺騙”而被

頌為“再創造”或“創造性叛逆”，讀者往往不會追究譯者篡改原文之 

“罪過”，而會體諒譯者之所以如此的“良苦用心”。

三、翻譯謊言的功能

所謂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謊言的存在也有其合理性。儘管人們不

喜歡謊言，卻也不得不承認謊言有其自身的作用與功能。有學者甚至

認為，謊言和真理一樣“對於人類的存續具有不可公度的價值”（宋海

勇，2013：27）。

語用學認為，說謊是言語行為人的語用策略，是與語言使用者

的心理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相互順應的結果（何自然、張淑

玲，2004：25）。謊言具有：1）人際功能，即說話人出於對他人的尊重

或對自己面子的維護說謊，從而給說話人和受話人的交際空間留下了

一定的緩衝餘地；2）情感功能，即人們採用間接的謊言形式宣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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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3）意圖功能，即人們出於各種意圖或欲望而欺騙別人；4）語篇

功能，說話者說謊總是盡可能的使其語言前後連貫，並符合特定語境

下的語域（楊曉蓉、何明烈，2007：81）。得體的謊言可以構成各種修

辭格，可以製造文明健康的幽默笑話增添歡樂，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爭

吵、增進相互之間的關係，等等（辛菊，2003：128）。

社會學的研究則認為，說謊者在承受一定的風險成本、身心成本

的同時，可以獲得生存、成長、即時、人際、經濟和政治方面的收益

（羊芙葳，2012b：65-67）。成功的說謊者在社會中具有顯而易見的優

勢，說謊者通過脅迫他人或者通過虛假的資訊削弱他人的權利，而使自

己攫取越來越大的權利，獲得越來越多的財富，大大增加贏得異性青睞

的機會。正因為成功的說謊者具有如此巨大的社會競爭優勢，社會才試

圖通過社會化和懲罰性的手段來對有悖倫理道德的說謊行為嚴加控制 

（查理斯•福特，2001: 271-272）。

翻譯謊言和人類其他言語行為中的謊言一樣，是行為人順應社

會、順應環境，以達到自身目的的一種策略，其功能是多重的。

從跨語交際的角度來看，翻譯謊言具有維護交際雙方的面子，緩

解、化解或加劇語言及文化衝突的功能。例如，電影《葉問》中的翻譯

李釗就利用日本人和葉問語言不通，而多次將日本人和葉問之間的問答

對話進行了篡改和修飾，將葉問的鋒芒和銳氣包藏起來，緩和了劍拔弩

張的氣氛，建立了一個可妥協的空間，欺瞞了日本人，從而保住了葉

問的身家性命。二戰期間的一個猶太小女孩在躲避納粹迫害期間寫成的 

《安妮日記》被譯成德語時，譯者刪除了原文中所有可能引起德國人不

悅的話，或者做了改動以緩和強烈的語氣，如，將原書中的“世界上沒

有比德國人和猶太人之間更深的仇恨了”譯為“世界上沒有比這些德國

人和猶太人之間更深的仇恨了”，加上“這些”就把斥責的筆鋒限定在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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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黨身上，而不是指向全體德國人（孫致禮，2001: 20）。譯者採取謊言

的方式消除讀者的不快，也消減了因此而加深民族誤解的可能性。

翻譯謊言和忠實的翻譯一樣有效地傳播了文化與資訊，有時，甚

至可以獲得忠實的翻譯達不到的效果。比如，王山的《第三只眼睛看中

國》對中國社會現實及其走向有深入剖析，其中許多論點及預測，今天

讀來仍振聾發聵，但書中觸及的許多內容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還相當

敏感，該書假借翻譯之名發行避開了“嚴重的政治錯誤”之嫌，獲得了

有效的傳播，甚至引起了中央高層領導的重視（朱蓬蓬，2012）。2001

年京華出版社出版的由“劉恒新”編譯的《卡爾•威特的教育》被證實

為偽譯，但該書“與中國人講故事的風格完全不同，有‘異國情調’”（劉

良華，2008），中國家長依然願意把它當作值得閱讀和珍藏的“家教寶

典”，讀者對該偽譯的喜愛遠遠超過2006年京華出版社出版的麗紅譯的

《卡爾•威特的教育》的“正宗”譯文。

翻譯謊言參與了社會文化和民族身份的建構。在宗教發展史上，疑

偽經對於基督教的傳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我國隨著佛教的傳入以及

漢文譯經的出現疑偽經就已存在，並貫穿於中國佛教的整個發展歷程，

對佛教的中國化、世俗化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殷光明，2006: 12）。而晚

清時期的各種翻譯謊言也推動了西方思想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推動了

中國現代性的發生。18世紀末，英國為了證明其對印度的統治是合理的

而又必要的，要求學者威廉•鐘斯（William Jones）等在翻譯印度典籍時

將對印度文化的溯古或稱頌之辭通通刪掉，而對某些墮落的東西卻大做

文章，構建出整個印度民族“無法品味自由的果實，卻期盼被專制所統

治，品行之劣遠遠超過了野蠻社會的通常標準”，整個一副“懶散虛偽、

奸詐無信”的形象（張景華，2004: 100）。同時，翻譯的謊言甚至還影響

了歷史的進程。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尋求通商並建立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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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上的外交關係，但“乾隆所閱讀到的不是英國國書的原文，那是一

份充滿著問題、毫不忠實的翻譯”（王宏志，2009: 141），平等的通商建

交請求變成了對“天朝上國”的“進貢”，馬戛爾尼使團跨越重洋的外交

使命被這一翻譯謊言徹底摧毀。

結語

譯者說謊，是翻譯中一種常見的現象。以忠實為翻譯準則的譯者

也是一個社會人，是一個理性的行動者，他需要考慮現實中忠實再現原

文資訊或隱藏增飾資訊可能產生的讀者接受效果，以及由此發生的利益

利害關係，翻譯謊言也就成了其避免跨語交際衝突、緩解矛盾、實現文

化資訊的有效傳播、獲得譯文生產的預期目的的一種策略選擇。錢鍾書

在《林紓的翻譯》一文中曾以“媒”與“誘”來說明翻譯在文化交流裏所起

的作用，不管是“媒”還是“誘”，勾畫的都是譯者經常誇大其辭、美言

飾之、兩邊討好的形象。正如人們期望借“花言巧語”的“媒妁之言”成

功締結姻 一樣，人們也期待譯者以其翻譯（不管是忠實的翻譯，還是違

實的翻譯）來架通文化的橋樑，締結文化之間的“姻 ”。

我們知道，現實生活中謊言不會因“誠信”準則的確立而消除，

翻譯謊言也不會因翻譯“忠實”的倫理要求而消失，作為翻譯的另一

面，它將永遠存在。本文對翻譯中謊言問題的探討並非要對這種翻譯

行為作好壞評判，也不是要論證翻譯謊言應不應該存在，而是希望引

入一個概念以概括相關現象，進而拓展譯學討論的範疇。誠然，譯者

篡改原文、故意傳遞錯誤資訊的現象可以用“改寫”和“操控”等來表

達，學界圍繞翻譯操控和翻譯改寫也已進行過不少的探討，筆者不敢

奢望本文對“翻譯謊言”的考察能推進人們的翻譯理論認識，只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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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嘗試能為觀照翻譯本質提供一個有益的視角。

注　釋
[1]	 現實生活中謊言總與欺騙交織在一起。在對謊言的研究中，有些學者將“謊言”

（lying）和“欺騙”（deception）區分開來，但更多文獻將這兩者通用，經常用以互相換

稱。本文不擬對之進行精細的分辨，一概稱之以“謊言”。

[2]	 筆者上述提出翻譯謊言的三組分類僅僅是一種嘗試，是從不同的角度採用不同的分類標

準所做，三組之間並非平行並列的，而是有交叉重疊之處，對具體翻譯謊言案例來說，

它完全可能同時歸入不同的組，但不能同時歸入同組的兩種不同類別，就像某人既屬於

按性別劃分的男人範疇，又可屬於按年齡劃分的老年人範疇，但不能同時屬於老年人和

少年人。另外，需要強調的還有，筆者提出三組翻譯謊言的劃分，但絕非意味著只有這

幾種分類，我們還可以根據不同的標準提出更多的翻譯謊言類別劃分。

[3]	 不少人認為偽譯沒有原文存在，不涉及真正的語言或符號轉換過程，因而反對將偽譯納入

為翻譯研究的客體。筆者認為，偽譯是否是嚴格意義上的翻譯並不影響我們將之視為翻譯

研究的客體，因為偽譯是以翻譯的形式呈現給讀者的，在偽譯讀者觀念中有譯文和原文兩

種文本的存在。如果偽譯被排除在翻譯研究的範圍之外的話，那麼部分無原文的翻譯謊言

也應被排除在外不予研究，依此類推增譯、編譯、釋譯等翻譯變體均不屬於翻譯研究的客

體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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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譯介的力量:
話語衝突中的《國際歌》漢譯

鄧科

Abstract
The Power of Song Translation: Translating L’Internationale in 
Discursive Conflicts in China (by Deng Ke)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the translation and reception of 
L’Internationale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the conception – “discursive 
conflict”. L’Internationale, a politically evident and widely sung French 
revolutionary song, is usually seen as a historical record of the Paris 
Commune and a medium of protest in the global labor movement since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e song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retranslated 
in China for nearly a century since 1920 and has thus brought about 
a special field of discourse pertaining to conflicts, textually and super-
textually, which could turn out to be a rich resource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trace these discursive conflicts 
in the centennial Chinese translating of L’Internationale by way 
of historical and discourse analysis. By reinvestigating the existent 
versions and their reception, it is found out that the discursive power of 
L’Internationale in China could be twofold: as a revolutionary song, 
its translations were adapted to the social conflicts in China and have 
functioned as a medium of mobilizing, propaganda, and discipline; as a 
type of knowledge, its renditions indicate the conflicts and conspiracy 
between music and literature, art and politics, past and present, 
influe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ocio-political discourse since 
the late 19th Century.



43

歌曲譯介的力量：話語衝突中的《國際歌》漢譯

翻翻譯活動常常是社會衝突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以口頭或文本

的形式傳遞著特定群體的訊息或敘事，其結果則可能影響特定社會衝

突或者戰爭的進程（Baker 2006: 1-2）。因而，在社會衝突中傳遞訊息

的翻譯活動就明顯具備了福柯所說的“話語”（discourse）特徵。由於語

言、知識和權力三者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社會衝突中的翻譯活動通常

透過言語或文本，在遵守某些社會規則的前提下，依靠社會機構，向

目的語受眾傳達某種意識形態；同時，外在的意識形態或權力間的衝

突，也可能投射于譯文文本的處理和討論當中，使看似單純的翻譯本

體層面也同樣披上了意識形態的面紗。在這種情況下，翻譯所傳遞的

正是衝突著的話語。譯者通過譯本向目的語受眾再現的，則是原/源本

當中“各社會力量之間相互抵觸、爭奪、競爭、爭執和緊張的狀態” 

（達藍道夫，2000: 44）。

以“話語衝突”為切入點，審視社會政治衝突中的某個譯品，就

是要將原（源）文和譯文視為既定的事實，通過原／源本和譯本的多文

本比較，從中找出譯者對原/源本採用了怎樣的譯介方式，不同的譯介

方式體現了怎樣的話語衝突特徵，產生的譯本又具有怎樣的意義和話

語功能。本文擬從“話語衝突”的視角，對《國際歌》的漢譯進行個案

研究，重點分析相關譯本如何展現音樂與文學、藝術和政治、過去和

現在的相互激蕩與共謀，如何對現當代中國社會政治話語進行建構。

一 、 革命歌曲的譯介

革命歌曲是指用於歌頌革命或呼籲大眾參與革命的政治歌曲，它

們常被用於鼓舞士氣、政治宣傳和政治動員。革命歌曲興於歐洲19世紀

的工人運動，盛於在20世紀的全球共產主義運動。就性質而言，革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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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通常與政治鬥爭或衝突密切相關，它們通常被用作政治宣傳和動員的

策略性工具。而在特定時空語境下翻譯和演唱這些歌曲的行為也同樣具

有某種政治性或革命性。這使得譯曲的目的不但超出了歌曲的娛樂性功

能，而且還有助於建構現實中的社會政治話語。一方面，他們與一般優

秀歌曲一樣，能夠陶冶人的精神；另一方面，又能夠鼓動大眾的革命情

緒，為政治運動培養和吸納新的成員（Rosenthal 2001:11）。

譯介革命歌曲最終是要為解決目的語社會的問題尋找良方，因

而譯者和研究者多將歌曲的政治性置於首位。譯曲/詞往往具有與原 

（源）文一樣簡短凝練的意識形態宣言，並在正式或官方的集會上得

到演唱。隨著歌唱的儀式化和歌曲文本的經典化，受眾的體驗與過去

記憶之間的聯繫越發密切，他們對歌曲的體驗也可以有效地將他們自

己與革命聯繫到一起。因而，譯者可能會對社會事件、局勢和行為賦

予不同的意義，以適應時局變化。受眾亦可通過歌曲發現社會問題，

找尋解決方法。所以，正如Bassnett（1996: 23）所言：譯者在“改變文

本的同時改變了世界”，被譯介的革命歌曲在對社會進行總體闡釋的同

時，也一定程度上對現實進行了重構。

再者，歌曲之所以能成為革命的工具，原因在於它成功地將政治表

達融入到了音樂中。革命歌曲畢竟也是詞和曲的有機結合，而譯介過程

中，它卻常常表現為書面形式。歌曲的文本化固然有助於譯者清晰地向

目的語受眾傳遞某一特定的意識形態，不過，從有聲文本轉變為書面文

本，譯者和研究者關注的焦點將不再是聽覺的符號，但又始終無法避免

詞曲相容性所產生的張力。這使得革命歌曲的譯介不同於大多數歌曲的

譯配，這當中充滿政治正確，而聲音的消失也使譯介的過程充滿吊詭。

在這一過程中，音樂文本與歌詞文本、聽覺文本與書面文本的衝突催生

了文本間複調的對話，革命歌曲的譯介也因此具備了特殊的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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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譯介的《國際歌》

《國際歌》（L’Internationale）是19世紀後期法國工人運動的產物。歌詞

由巴黎公社詩人歐仁•鮑狄埃（Eugène Pottier, 1816–1887）於1871年巴黎公

社革命失敗之後創作，並以馬克思領導的“第一國際”[1] 命名。原詩展現

了19世紀後期國際工人運動的理想與目標，蘊含了深刻的文化主題、政

治隱喻和對美好社會的憧憬，因而被列寧稱讚為“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歌”

（列寧，1913: 291）。1888年6月，法國工人業餘音樂家皮埃爾•狄蓋特

（Pierre de Geyter, 1848–1932）為原詩配曲，並被沿用至今。《國際歌》

於20世紀初被譯入俄國[2]，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國際歌》

成為蘇俄國歌，直至1944年被《牢不可破的聯盟》取代，但它仍被俄羅

斯聯邦共產黨保留為黨歌。這一過程既是《國際歌》在譯入語國家合法化

的開端，也使其政治地位大大提升。由於列寧領導的前蘇聯對國際共產

主義運動有著深遠的影響，俄譯《國際歌》的影響範圍也不斷擴大。1919

年“五四”運動以後，伴隨布爾什維克思潮，《國際歌》也以革命歌曲的

身份被譯入中國，並對中國的革命和大眾的生活產生了持續而廣泛的政

治和文化影響。自1920年第一個《國際歌》漢譯本在廣東發表以來（方夢

之，2011: 361），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裡共產生了14個漢譯本（見下表）。

譯介過程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譯介者（
譯本發表
時間）

列悲（1920） 沈寶基（1957） 伍鐵平（1975/1982）

張逃獄（1920） 官方校譯本（1962）[3] 《歐仁•鮑狄埃》 
編寫組（1978）

耿濟之、鄭振鐸
（1921）

沈大力、劉鳳雲
（1983）

瞿秋白（1923） 張成柱（1988）

蕭三、陳喬年（1923） 綠原（2000）

延安修訂本（1939）[4] 楊起（2011）

《國際歌》漢譯本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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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不同時期《國際歌》漢譯的形式和譯介特點，本文大致將 

《國際歌》漢譯的過程分為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處於新民主主義

革命初期，譯介以政治動員和民族救亡為目的，譯介活動多由譯者獨

立自發進行，但1939年延安修訂本卻為中共主導下的集體校譯；第二

階段，處於新中國建國至1966年文革前的“十七年”時期，以強化中

共的統治基礎為目的，譯介活動主要由共和國新政權主導；第三階段

始于“文革”結束之後，以學術紀念和反思為目的，譯介活動主要由

學者主導。

就源本而言，《國際歌》漢譯主要有兩個渠道：法語直接譯和俄語

轉譯。上述譯本中，除耿、鄭譯本，瞿譯本和蕭、陳譯本轉譯自俄譯

曲，其餘均直接譯自法語原曲／詞。然而，俄語轉譯本在中國大陸影

響甚大，後世諸多譯本均在不同程度上參考了它們，因此，俄譯曲很

大程度上成了《國際歌》漢譯的第二源本。這也就解釋了為何耿、鄭譯

本，瞿譯本，蕭、陳譯本及其後的校譯本，均與俄譯本在內容、形式

和樂調上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此外，以上譯本中僅有蕭、陳譯本和瞿

譯本可以入唱，目前的官方譯本與這兩個漢譯本均有著密切的淵源。

然而，官方校譯本，蕭、陳譯本和瞿譯本在近幾十年卻常因對原文“

不忠實”而飽受批判。

三、詞與曲的衝突式譯介

翻譯《國際歌》，譯者首先必須面對的是法、俄、漢三種語言和音

樂傳統間的接觸與碰撞。一般情況下，歌曲的創作是先有詞再配曲。然

而，對於歌曲翻譯，學界一般持“曲調至上”原則，認為譯詞必須與原

曲吻合，並以此為前提，以“變通”的方式處理歌詞詞句的形式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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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慧雙，1998: 9；薛範，2002: 66）。但問題在於，不管是直接譯自法

語，還是間接譯自俄語，大多數《國際歌》漢譯本都規避了配曲問題。

A. 音節與時值的磨合

從《國際歌》法語歌詞來看，原詞在韻律節奏方面非常的嚴格，要

在漢語中重現這種韻律節奏嚴整的歌詞實非易事。法語原詞（除副歌

外）每一行幾乎都由工整的四音步組成；其奇數行末尾一個音節雖是以

啞音“-e”呈現，但在演唱中卻是/ə/音的方式唱出的。此外，法語單詞

的重音通常以聲調重音（accent tonique）為特徵，即任何單詞的重音都在

其最後一個發音洪亮的音節上（不包括啞音）。與之類似，每個句子的重

音通常也落在最後一個單詞發音洪亮的音節上。正因如此，法語詩歌每

一行通常都以非重讀音節開頭，每個重讀音節前通常會有一到四個非重

讀音節。這顯示了法語詩歌在音調上的抑揚特徵，但是歌詞配曲入唱之

後，實際上並不會完全按照如此規則的四步抑揚格的方式呈現。例如：

De .bout  les  da .mnés  de  la  terre ! 
︶   —    ︶   —  ︶  ︶  ︶  —︶ [5]

狄蓋特為《國際歌》譜的曲也正是順應了原詩這樣的韻律模式，如圖1。

圖1. 《國際歌》法語原曲節第一、二樂句樂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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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歌譜，狄蓋特的曲子以一個短而弱的八分音符開頭，緊跟著

的是一個強拍的四分音符，以此來搭配原詩抑揚格的韻律。法語原曲中

的樂曲特徵在俄譯曲中得到了較好的保留，但俄譯曲在音步安排上更加

平和。除副歌外，俄譯歌詞遵守了嚴格的四步抑揚格；因而，歌詞入

唱時，俄譯歌詞每個音節得到的時值分配也更加均勻。俄譯歌詞的這種

變化很可能是造成俄譯《國際歌》曲調發生變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歌曲

由原來的C大調2/4拍變為了降B調4/4拍，如圖2。C大調比降B大調高

半個音，聽起來會顯得高昂，但在高音部分一般演唱者不易控制，而後

者的音域 聽起來相對莊重沉穩，歌曲的高音部分相對容易把控。由於 

《國際歌》是一首號召受眾的歌曲，群眾演唱多，所以譯者需要考慮演

唱者的音域。此外，俄譯曲雖在總時長上大於法語原曲，但在副歌的合

唱部分還是基本保留了與原曲的近似的時值，這使得俄譯曲聽起來更加

平緩、莊嚴和抒情。由於《國際歌》漢譯曲與俄譯曲之間的淵源，前者

也延續了後者降B調4/4拍的特徵。比較而言，法語原曲聽起來像是一首

進行曲，而由於時值的變動，俄譯曲和漢譯曲則變得更像一首抒情的頌

歌。莊嚴與雄偉風格的融入，使得《國際歌》更加彰顯了一種穩步走向勝

利的情感。曲調的變化必然帶來聽覺體驗的差異，相對原曲而言這是某

種“失真”，但“失真”是否意味著失敗？在這裡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圖2. 俄譯《國際歌》第一、二樂句樂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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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譯曲的可唱性而言，由於語言和音樂傳統的相近，法語原曲

與俄譯曲所用歌詞均與曲調有著整齊的對應，即一個音節對應一拍。

但是其漢譯本卻很難做到如此。如圖3：

一般認為，歌詞的字數應與樂曲的時值保持完全一致（薛範， 

2002: 86）。但譯例中，“苦的”與“世主”二字均對應一個節拍。理論

上，漢譯詞中重讀和非重讀詞也應與樂曲的強弱拍相對應（薛範， 

2002: 135）。然而，漢譯曲中四字格及雙音節化的表達的使用雖使譯

文通順可讀，但問題在於這些詞在輕重節奏上可能無法很好地與樂曲

相容，從而造成“倒字”現象[9]。這裡“饑•寒交迫的•奴隸”和“創•

造了人類•世界”就出現了倒字和停頓不自然的情況。

B. 譯詞的韻律處理

《國際歌》原詞由六個詩節組成，每個詩節有八個詩行，在韻律

上表現為“abab/cdcd”的交韻。這種韻律模式常見於歐美詩歌當中。

因而，俄譯曲能夠保留與法語原曲相同的韻律特徵。以《國際歌》第一

詩節的尾韻為例：

法語原詞第一節：terre /tεr/, faim /fɛ̃/, cratère /kratεr/, fin /fɛ̃/ ; rase /raz/, 

debout /dəbu/, base /baz/, tout /tu/。

圖3. 《國際歌》漢譯曲第一、二樂句樂譜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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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茨的俄譯詞第一節：заклеймённый /zakleym'yonny/, рабов /rabov/, 

возмущённый /vozmushchyonny/, готов /gotov/; разрушим /razrushim/, затем /

zatem/, построим /postroim/, всем /vsem/。

值得注意的是，漢語歌曲原則上一般採用一韻到底的形式，這與

古漢語詩詞一韻到底的一元韻式相似（辜正坤，2010: 21）。因此，詩節

當中較少出現換韻的情況。韻律傳統的衝突使譯者很難“忠實地”再現

原（源）詞的韻律特徵，即使在目前被認為可唱度最高的1962年官方校

譯本當中，也難以實現韻律工整。例如：

第一詩節：隸，人，騰，爭，水，來，有，人。

當然，歌曲翻譯中，所謂“一韻到底”並非指每一詩行均須押韻，

通常偶數行必須押韻，但關鍵以樂句的句讀為准（薛範，2002: 89）。從

該譯例來看，第二、三、四和八詩行均以漢語“十八韻”中的“十五痕” 

（前鼻音[en]）或“十七庚”（後鼻音[eŋ]）為尾韻。在漢語中，二者因語

音相近，其韻轍可以“通押”。但在漢譯詞的第二和第三（法語原詩的第

六詩節）詩節，換韻更加頻繁。

第二詩節：“主”，“帝”，“福”，“己”，“實”，“籠”，“紅”，“功”；

第三詩節：“界”，“眾”，“有”，“蟲”，“獸”，“肉”，“盡”，“球”。

可見，漢譯詞第二和第三詩節所呈現的韻律特徵也同樣未完全遵

循古典漢語詩詞的韻律模式，同時也與法語原曲或俄譯曲不盡相同。縱

然，漢譯曲在韻律上沒有法語原詞和俄譯詞工整，但可以肯定的是，

譯配者確是在漢譯詞的韻律上做了新異的嘗試，儘量保留了某種音韻特

徵，以使譯曲適唱。這或許也是歌曲翻譯不同于重新填詞的區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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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音樂性與政治性的合謀

《國際歌》漢譯過程中，歌曲的音樂性與政治性的關係值得仔細

研究。《國際歌》漢譯從一開始就具有厚重的政治色彩。作為一種政治

行為，它的漢譯必定要服務於特定的政治目的，而它在中國大陸的譯

介也經歷了一個不斷“政治化”的過程。

作為一首革命歌曲，《國際歌》反映出“一種政治動員的傳統，

常常向受眾傳遞出關乎‘希望和超然的資訊’”（Eyerman and Andrew 

Jamison 1998: 44）。在中國，《國際歌》的漢譯詞為公眾塑造了一個 

“英特納雄耐爾”式的美好社會願景，在這個新社會中，沒有“寄生

蟲”和“毒蛇猛獸”，“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天下的主人”將會是勞

工自己。在中國工人運動高漲的20世紀初，這樣的話語行銷有助於吸

引受眾的注意，也幫助公眾建立起了一種意識形態信仰，起到了政治

動員的作用。無怪乎列寧（1913: 291）會將鮑狄埃視為“一位最偉大的

用歌作為工具的宣傳家”。 

《國際歌》所具有的這種政治感召力使它的早期漢譯者都在不同程

度上受到歌曲的鼓舞。他們大多是因為在國內或國外的工人運動過程中

聽到了法語原曲或者俄譯曲而受到鼓舞，才開始翻譯《國際歌》，並期望

歌曲促進中國社會的變革（高陶，1983: 39）。所以，早期漢語譯者翻譯 

《國際歌》的動機肇始於國際工人運動，而翻譯的目的則在很大程度

上是為了用譯曲動員大眾參與到中國的社會變革中。不僅如此，像

瞿秋白、鄭振鐸、蕭三等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鋒人物，還更加敏銳

的察覺到了“這一‘新音樂’傳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巨大潛力”

（Yang 2007: 4）。汪毓和（2012: 48-51）與劉瑩（2010: 22）曾指出，

《國際歌》這樣的歌曲以多種形式被介紹到中國；它們一方面支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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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革命活動，另一方面則激發了群眾的革命意識，為革命的深

化打下了群眾基礎。此外，《國際歌》傳遞的自由與自我解放的思想

也正好與彼時流行於中國的人道主義救國思潮暗合。文中單涉及政

治口號式的歌詞就有11處，例如：

法語原詞：Producteurs, sauvons-nous nous-mêmes !
1962官方校譯本：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雖然改寫的程度很大，但漢譯詞卻以簡潔明了的方式，很好地

起到了激勵下層民眾——中國社會的絕大多數——肩負起解放自己、

保家衛國的重任，而這正是中國延續了上千年的政治道德的體現。另

外，法語《國際歌》一旦譯入俄語或者漢語，即已脫離了其原本賴以生

存的文化、社會和政治環境，進入了一個新異的社會現實。雖然法語

原本與各譯本均是基於巴黎公社這一革命話語，但由於俄譯詞與漢譯

詞最主要的功能是為本國的無產階級運動服務，這使得法語原詞中部

分思想概念所具有的歷史文化相關性也不可避免地會被弱化。

隨著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推進，以及中國共產黨合法地位的

確立，《國際歌》的使用也在戰略上被不斷政治化。延安時期，它是

從政治上教育和組織群眾抗擊日寇的重要歌曲。（淩紹生，1998: 56-

57）。1942年，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

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這似乎從側面為《國際歌》在中國的話語

功能定了性，演唱《國際歌》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變成了一種政治符

號。在這樣的社會政治環境下，政治藝術作品的作者不應僅僅滿足於

呈現特定的內容，還要著力向讀者或聽眾表達他對作品內容的個人態

度，努力實現政治宣傳的目的。因此，譯者既要正確地傳達原作的內

容，又應傳遞作者對其作品內容的態度，還要讓譯作達到與原作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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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傳效果（殿興，1955: 677）。

受傳統文學概念和近代中國特定的社會現實的制約，中國的譯者

非常倚重外國翻譯文學所具有的啟蒙和開化作用。這使得翻譯在很大

程度上被視為是社會變革的工具，而非單純的具有獨立價值的藝術作

品（劉樹森，1997: 65）。法語原詞中反映19世紀法國甚至歐洲無產階

級運動所涉及的社會文化現實的概念比比皆是，例如：les damnés、les 

forçats、Dieu、César、tribun 等。這些重要的概念分別被譯為奴隸、受苦

的人、神仙和皇帝，展現了明顯的改寫痕跡。當然，這或許與俄語轉譯

有著潛移默化的關係，因為後者本身就對法語原詞進行了大量的改寫。

而為了在漢語中重新建構這樣一個革命的社會文化現實，眾多的《國際

歌》漢譯者和研究者均在不同程度聲稱，我們所遭受的苦難正是法國或者

俄國人民曾遭受過的，他們曾使用了與我們相似的革命方式解放了他們

自己（伍鐵平，1982；綠原，2000；李放春，2008）。雖然這樣的闡釋使

原詞在譯入語環境下進一步變形，但在中國革命的語境下，他們正是以這

樣的方式在現實中重構了歌曲傳遞的革命話語，試圖將《國際歌》當中的

各種意象投射並等同於中國近代的現實。1980年代以來針對1962官方校譯

本譯詞的正誤之爭，很大程度上正是針對這種事實性重構的合理化。

這樣的理路反過來又可以讓我們注意到另外一種譯配《國際歌》

的政治策略或者說特殊政治動機：通過對譯本一定程度的本地化，

譯者便可據此聲稱西方工人和中國的工農群眾具有極大的形同點，同

時又揭露早期無產階級運動的諸多不足。這可以幫助目的語受眾更好

地理解共產主義運動，進而在傳遞原詞曲作者意圖的同時，也傳遞了

譯配者或譯詞者設定的意圖。然而，這種策略同時也可能導致漢譯詞

與原曲音樂性的分離，因為漢語譯（配）者或譯評者所感興趣的通常

是該歌曲所具有的政治動員特性。對於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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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歌》更像是一份政治思想教育的教材（伍鐵平，1982:Ⅰ；沈大力， 

1984:15），而非一首聲樂作品。這也正是《國際歌》漢譯面臨的尷尬。

實際上，《國際歌》漢譯具有明顯的功利主義特徵，這與近代以來中

國的西方典籍漢譯有著很大的相似。《國際歌》在中國譯介的主要目的並

不是為了滿足國內民眾對外國音樂的獵奇心理，而更多是為了滿足中國

社會變革的需求，尤其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需求。《國際歌》之所以能夠在

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繼續煥發光彩，正是得益于譯者和研究者在這樣的

功利主義導向下，成功地在現代中國重構了歌曲所反映的輝煌過去。

五、譯介過去與書寫現在

《國際歌》雖然屬於一個歷史久遠的時代，但卻仍然為現在的中

國的大眾所認可。鮑狄埃用《國際歌》記錄了19世紀法國大眾的悲慘

遭遇和政治鬥爭，歌曲傳遞的訊息似乎應驗於19世紀末至20世紀上

半葉的中國，因為二者均與階級鬥爭有著密切的聯繫。然而，及至當

代，時空環境劇變，這首歌曲如何能夠在現當代中國“新”的敘事話語

中保持長久不衰？

A. 新曲‧新民

《國際歌》一進入中國便被納入到了當時中國蓬勃發展的民族解

放運動以及隨後的民族復興大潮之中。演唱《國際歌》也因此不再是單

純地為了感受一首法國歌曲的異國特色，而更多地是為了歌唱中國民

眾自己的故事。

一首老歌能否在當下保持其活力，關鍵在於它所傳遞的過去的

敘事是否對當下有用（Walls 2007: 1）。所以，翻譯《國際歌》實際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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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將歌曲所承載的過去的衝突話語譯入當時的中國社會，並產生

積極的功用。法語原曲中“Combien de nos chairs se repaissent! / Mais si les 

corbeaux, les vautours”[10]，被譯為“最可恨那些毒蛇猛獸／吃盡了我們

的血肉！”。譯例展示的恐怖場景暗示了壓迫的殘酷性，這樣的詩句

正好與中國當時的社會現實暗合。而接下來的一句“Un de ces matins 

disparaissent, / Le soleil brillera toujours !” 漢譯為“一旦把它們消滅乾淨／

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譯例為受眾展示了為階級鬥爭犧牲生命與復仇

的關係，從而使歌詞帶上了明顯的階級色彩。大無畏的犧牲精神是理

解革命的本質，也是革命英雄主義的基礎。這也是為什麼《國際歌》

能夠激起當時的年輕人為了革命而犧牲精神的原因之一（佳熱利尼科

娃，2002: 83）。但由於漢語中缺乏與法語原詞中概念或者意象對等的詞

彙，譯者對譯詞採取了歸化處理，以使歌詞更加易懂適唱，同時也更容

易引起中國聽眾和譯者的集體同情和情感共鳴，提醒他們所遭受的苦難

與不幸。關於歷史的沉痛記憶被完整地保留在了譯作當中，這不僅喚起

聽眾的情感共鳴，也大大縮短了詞曲作者與聽眾之間的心理距離。

與此同時，以瞿秋白為代表的譯者群體也在嘗試通過這首歌

曲的譯介來建構一個以共產主義為基礎的集體身份。瞿秋白曾提

到，他舍意譯，而將副歌歌詞中“L’Internationale”音譯為“英特納

雄耐爾”的主要原因不僅是在於這樣做似乎已成為各國譯者翻譯這

一部分的慣例，更重要的是可以使中國的受眾能夠不受語言限制，

以同樣的方式與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高唱這一共產主義理想（鄭惠、瞿

勃，1999: 1-3）。他的這一策略幾乎得到了後世譯者的一致採納。法語

副歌當中“L’Internationale / sera le genre humain” （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

要實現）兩行表達了作者對共產主義理想必定會在全世界實現的希望 

（佚名，1962: 4）。通過這樣的話語建構，《國際歌》的漢譯者和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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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視野上開始超越了民族解放運動的範疇。因而，工農階級的鬥爭解放

的對象便不僅是他們自己，而是為了全人類（genre humain）的福祉。

B. 歌唱的儀式化與譯詞的經典化

從外在的因素來看，隨著工人運動的推進，以及中共力量的壯

大，《國際歌》經歷了一個逐漸儀式化和經典化的過程。歌曲在黨和國

家，以及民間的眾多集會上被播放或者集體演唱。這種聆聽或演唱的

儀式，在“有用的過去”與社會現實之間建立起了一種穩固的聯繫。

1920-1930年間，《國際歌》已經融入到為配合中共政治宣傳的 

“工農歌詠活動中”（汪毓和，2012: 48-50），成為一首紅色經典。在

井岡山時期，《國際歌》演唱活動的儀式化得到進一步強化。中央蘇區

時期，歌曲除了取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歌地位之外，還被當做軍隊

操練必唱歌曲，以此加強共產主義宣傳，促進士兵對馬克思主義的學

習（淩紹生，1998: 56-57；彭西西，2012: 34）。在當時，《國際歌》

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了這個新政權的象徵，成功地將一個象徵性的

過去與受眾聯繫在了一起。

新中國成立以後，更多的官方因素介入到了《國際歌》的演唱活動

中，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國際歌》曾一度與《東方紅》一道超越

了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地位。但不無諷刺的是，《國際歌》宣揚的除

舊辟新的精神與宣揚個人崇拜的《東方紅》似乎在思想上並不相容。而

該歌曲之所以能獲得如此地位，與文革時期中共熱衷於推動全世界無

產階級革命這一“宏大”政治目標不無關係，而《國際歌》也正是為實

現這一目的而進行國內輿論動員的最好工具。也正因如此，《國際歌》

才得以免除被這個政治動盪時期的審查制度扼殺的命運，同時也使 

《國際歌》的演唱和闡釋帶上了這一時代政治正確的烙印。這也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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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程度上解釋了為何文革過後眾多指向批評“四人幫”的文章也引用了 

《國際歌》歌詞或者其主旨精神。

1962年中國文聯、作協、音聯和對外文化交流協會在北京隆重

舉辦了紀念鮑狄埃和狄蓋特的活動。同年4月28日《人民日報》刊登了 

《國際歌》官方校譯本，《人民音樂》第12期又進行了轉載，同期還發

表了周揚、張光年等多人的紀念文章，轉載了列寧的《歐仁•鮑狄埃 

（為紀念他逝世25周年而作）》。這些紀念文章不僅肯定了《國際歌》

詞曲作者的歷史貢獻，更以大篇幅敘事，強化了《國際歌》的政治和文

化地位。可見，“紀念”不僅是為了追溯過往；而記憶則是要使部分有

用的過去服務於當世的概念和需求（Schwartz 1982: 374）。與此同時，

有關鮑、狄二人創作《國際歌》故事，以及党和國家領導人教唱《國際

歌》的事蹟也在不斷被挖掘、創作和講述，以此來樹立《國際歌》在國

內歌曲界的經典和權威的地位。

在這些敘事性重構當中，鮑、狄二人被塑造成了為世界無產階級

福祉而奮鬥終身的革命鬥士。這樣做的目的似乎一方面是為了緬懷前

輩，另一方面更是為了激勵年青一代認清“新時代”的任務，並準備為

新中國奉獻自己的一切。通過推動國內《國際歌》的演唱、聆聽、闡

釋，以及相關故事創作，《國際歌》本身兼具的激勵大眾以暴力革命推

翻反動統治的功能逐漸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新的敘事話語——中

華民族的復興。換言之，在《國際歌》儀式化和經典化的過程中，歌

曲與革命暴力之間的關係逐漸被淡化；譯者和研究者試圖通過建構過

去、現在和未來三者間的關係，使歌曲在新的話語環境下更加凸顯其

重組社會秩序的功能傾向。

近一二十年，紀念《國際歌》的活動已不再見於國家日程。相反，

針對其詞曲作者、漢譯詞、漢譯者及其翻譯過程的學術研究和反思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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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增多，從某種程度上講，這個現象其實促進了《國際歌》的去經典

化歷程。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走上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文化

界的意識形態控制相對放寬。由於不再受到政治迫害的襲擾，當代的《

國際歌》譯者和研究者可以更加直截了當地對1962年官方校譯詞展開

批評。《國際歌》的政治權威褪去後，公眾對它的認識反而變得更加多

元，表演領域也相繼出現了搖滾和嘻哈風格的演唱版本。新的編曲帶

來了強烈的音樂節奏，大大掩蓋了漢譯詞在樂理上的不足；而音樂會

或者錄影中的實景表演，也易於增強受眾的情感歸依和集體認同。這

正好表明漢譯《國際歌》在中國的生命力依然旺盛。

六、結論

從上述分析可見，《國際歌》的漢譯絕不是簡單的譯詞與配曲，而

是通過譯詞配曲而參與中國現當代政治話語建構的話語實踐。在這一

過程中，音樂與文學、藝術和政治、過去和現在相互交織、碰撞和衝

突，最終形成了《國際歌》漢譯曲/詞社會政治性凸顯和音樂文學性弱

化的局面。雖然歌曲譯配在翻譯系統中處於邊緣地位，但由於政治和

意識形態因素，《國際歌》的漢譯卻被逐漸推向了中國這一目標文化系

統的中心，成為歌曲藝術轉變為政治宣傳工具的典型。而《國際歌》的

漢譯者與研究者也自覺或不自覺地轉變成了近現代中國社會政治運動

的參與主體之一，在過去與現在之間搭建起了一條敘事紐帶，使其譯

本能夠繼續存活。通過“話語衝突”的角度重新審視《國際歌》漢譯的

優勢就在於，它使研究者在兼顧文本分析的同時，不僅超越了原／源

詞或譯詞的簡單描述與闡釋或語言和文本層面的批評，而且得以窺探

歌曲譯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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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研究過程中得到了四川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四川外國語言
文學研究中心”研究項目“話語衝突中的國際歌漢譯”[SCWY15-06]的資助。在此表
示感謝。

注　釋

[1]	 第一國際（the First International）的全稱是國際工人聯合會（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1864–1876）。

[2]	 原文共六個詩節，但俄譯本只節譯了原詩的第一、二、六這三個詩節。

[3]	 1962年，在全國紀念鮑狄埃逝世75周年、狄蓋特逝世30周年的活動前夕，中國音樂家協

會和中國人民廣播電臺組織相關專家，對1923年延安修訂本中“翻譯得不夠妥帖”之處進

行了“修改和訂正”。但隨後發佈的校譯本並沒有譯者署名。

[4]	 根據高陶（1983: 39）的考證，該譯本是蕭三在他與陳喬年1923年譯本基礎上的修訂。此次

修訂參考了法語原詞。修訂後的譯本成為實際上的中共官方譯本，直至1962年。

[5]	 ︶ 表示非重讀音節， —表示重讀音節。文中分隔號為筆者所加。

[6]	 該曲譜節選自1911年美國紐約出版的《國際歌》樂譜 The International. Marching Song of  the 

Revolutionary Proletariat, source: Sheet Music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http://

collections.carli.illinois.edu/cdm/compoundobject/collection/uic_smusic/id/8406/show/8398）。

[7]	 該樂譜摘取自伍鐵平著《〈國際歌〉注釋和研究》（1982: 55），為筆者目前唯一收集到的俄譯

《國際歌》曲譜，可參考圖3漢譯曲的五線譜進行比較。

[8]	 該曲譜節選自1962年《人民音樂》第12期轉載的官方校譯本。

[9]	 “倒字”是指歌詞的重音音節對應的是樂曲的弱拍，或者歌詞對應的音符時值短於歌詞的

非重音音節（Youens 2004: 489）。

[10]	 此處 les corbeaux 和 les vautours 在法語裡分別指烏鴉和禿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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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瓜與老鼠”？ 
涉商傳媒文本的隱喻機制及其翻譯

劉康龍

Abstract
“Pumpkins and Mice”? Metaphoricity of Business Media Texts 
and Thei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by Liu Kanglong)

The study of metaphor translation has intrigued many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studies, who have tried to investigate the issu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e.g., normative, descriptive, and cognitive). 
Metaphor translation is often studied in relation to translatability 
and transfer methods. There have been suggested numerous and 
diverse approaches to tackling metaphor translation, e.g., substitution, 
paraphrase or omission. The current study looks into the metaphorical 
mechanism of commercial media texts and their relevant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t is argued that metaphoricity is an inherent nature of 
human thinking patterns and there is no absolute divide between 
commercial and literary texts. Creative metaphors are prevalent in 
commercial media texts as well as literary texts and the use of relevant 
translation theories can shed light on these problems. This essay also 
probes into possible ways of translating metaphors in these texts and 
discusses their contextual appropriateness in relation to Newmark’s 
translation procedures of metaphors. It is argued that owing to the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of translation, the cultivation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competence should be of parallel importance to the teaching 
of commercial skills, and form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rriculum 
design of business translation degree program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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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隱喻的概念

英文“隱喻”（metaphor）一詞源自希臘文“metaphora”，意為 

“傳送”，即將一詞的意義傳送給另一詞。亞里士多德在《詩學》

（Poetics）中對於隱喻的定義也大同小異，“隱喻，乃以他物之名名此

物”（Aristotle 2008: 41）。傳統而言，隱喻被理解為一種修辭手段。

現代語言學與語言哲學的發展深究了隱喻的本質，認為隱喻機制是

人類語言和思考的根本特性，是認知事物的重要方式。根據 Lakoff

與 Johnson（1980:3），“隱喻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不但表現在語言

上，也表現在思維和行動。主導我們思維與行動的概念系統，從本質

上是隱喻性的”。認知語言學理論認為隱喻是一認知工具，是源概念域

（source conceptual domain）到目標概念域（target conceptual domain）的

映射過程（mapping）。從傳統修辭學上看，目標概念域大致相當於本體

（tenor），而源概念域則為喻體（vehicle），但認知語言學把語言學意義

上與認知意義上的隱喻（linguistic vs. conceptual metaphor）做了區分，

認為概念隱喻是思維的本質，在外在上則體現為語言上的隱喻使用，

兩者是本質跟現象的區別。當然，要探究本質必然要透過現象，概念

隱喻影響並決定語言隱喻，而研究概念隱喻也必須透過語言隱喻。

二、隱喻翻譯的研究

在語言層面上，使用隱喻是文學性和創造性的一大體現。在

《詩學》中，亞里士多德認為隱喻不可學，乃“天才的表現”。當某

個隱喻被創造出來，而大多數人覺得可接受，該隱喻便慢慢的進入

主流語言，成為普通隱喻或標準隱喻。隱喻與新詞一樣，在可接受



64

《翻譯季刊》第八十三期

性（acceptability）與被遺忘（oblivion）兩個末端構成的連續體中徘

徊，中間可以作多種分類，並非純粹的活隱喻（或創新隱喻）和死隱

喻的二元對立。

在 翻 譯 界 ， 至 今 為 止 對 隱 喻 區 分 較 為 詳 細 的 有 P e t e r 

Ne w m a r k（ 1 9 8 8 : 1 0 8 ）， 他 區 分 了 六 類 隱 喻 ： 死 隱 喻 （ d e a d 

metaphors）；陳腐隱喻（cliché metaphors）；常用隱喻或標準隱喻

（stock or standard metaphors）；順應隱喻（adapted metaphors）；最新

隱喻（recent metaphors）以及創新隱喻（original metaphors）。在這個

基礎上，Newmark也提出了相應的翻譯方法，包括（1）在目的語中使

用同一喻體；（2）用目的語的標準喻體取代源語中的喻體；（3）用明

喻翻譯隱喻；（4）明喻加釋義；（5）單純釋義；（6）刪略法；（7）再現

源語隱喻加釋義（Newmark 1988: 107）。Newmark 認為死隱喻是最容

易翻譯的，而創新隱喻的可譯度則視乎譯語與源語兩種文化的距離。

（1988: 48-49）此說法其實有待商榷，如果說死隱喻比創新隱喻可譯

度更高，那是因為兩種語言之間有相似或共同的歷史文化背景，因此

在概念映射上有更多的交匯，因此翻譯該類隱喻主要的變項乃是文化

距離；同樣，創新隱喻由於是由個人創作而成，除了上面所提到的語

言差異的因素以外，創作者的個人因素，包括其歷史背景、文化積

澱、經驗和感受等變項均對隱喻的可譯度構成影響。

在《翻譯研究綜合法》一書中，Mary Snell-Hornby 用了一節專

門討論隱喻的翻譯。她不認同死隱喻比創新隱喻可譯度更高的觀點，

並指出任何隱喻的可譯度主要基於兩點，即（一）該隱喻所依靠的特定

文化經驗和語義聯繫；（二）該隱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不違背規則的

情況下（non-anomalously）於目的語中得以再現（2001: 57-58）。

Tirkkonen-Condit（2002）採用有聲思維法實驗，證明當隱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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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的概念域與目的語相差較大時，翻譯會更加耗時和造成更大障

礙。作者認為，由於源語與譯語的概念域缺乏交集，因此沒有等值語

（equivalents），譯者必須在目的語的獨特概念域中尋找適合的等值語

來闡釋原文；其外，在目標文本中等值語的選擇也必須考慮譯文的整

體一致風格等問題，因此翻譯難度甚大。

根據文化特有的體驗認知，Schäffner 把隱喻分為普遍隱喻、文化

重疊隱喻和文化限定性隱喻（2004: 1223）。同時，她也提出相應三種的

翻譯策略，包括：替代（substitution）（把源語隱喻轉換為目的語隱喻），

釋意（paraphrase）（把隱喻轉換為意義）和省略（deletion）（2004: 1210）。

近 年 來 ， 也 有 一 些 學 者 從 認 知 角 度 研 究 隱 喻 翻 譯 ， 如

Maalej（2008）從認知 語用角度探討文化距離較遠的語言之間的隱喻

翻譯問題；Fernández（2011）將隱喻和轉喻的認知理論應用于翻譯研

究；Burmakova 和 Marugina（2014）從認知角度探討俄文文學翻譯為英

文的隱喻問題。在認知學派看來，隱喻乃人們思維和思想的概念化產

物，在不同語言中有相似或迥異的認知方式。隱喻的翻譯是跨文化的

過程，因此譯者很難充分翻譯隱喻。

隱喻翻譯之所以困難，主要是因為不同語言的形式和意義兩者

的組織方式迥異，當源語的隱喻被譯為另一語言時，譯者不但要考慮

語言形式的組織，也要考慮該語言形式在目的語中是否能達到同質化

（homogeneity）。某種程度而言，隱喻的翻譯問題也就是翻譯過程中

的核心問題，即在與源語文本保持同義連貫的同時如何與目的語文

本保持同質。從認知語言學理論看，隱喻的可譯度主要取決於在源

語中該隱喻由源目標概念域（source conceptual domain）到目標概念域

（target conceptual domain）的映射過程與其在目的語的映射過程的一致

性，在兩者較一致的情況下，譯文中隱喻的形式與內容的結合程度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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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較高，即可以在保持意義的情況下採取更接近原文的表現形式。

三、商務文本的劃分

德國心理學家 Karl Bühler（1990: 35）將語言功能分為三大類：

表達功能，跟交際內容有關；表情功能，跟說話者的心理、精神態

度有關；呼喚功能，跟語言對聽話者的影響有關。Reiss（1971）在這

個基礎上，提出了文本類型三分法，即資訊型（informative）、表情型 

（expressive）及操作型（operative）文本。三個文本分別對應 Bühler 的

三大語言功能。其外，Reiss 也提出了對應各類文本的翻譯方法，如

資訊型文本應該表現事實，因此翻譯的重點為內容而非語言形式；表

情型文本則應相對側重情感表達，語言形式必須得到重視，翻譯應採

用仿效法，以使譯文忠於原文；操作型文本的目的則是說服聽話者採

取某種行動，因此其翻譯方法可以為適應譯文規範的編譯方法。根據

Reiss 的文本劃分方法，商務文本是否可以簡單劃歸到資訊型與操作性

兩大類文本中？譬如操作手冊、介紹類等商務文本可被視為資訊型文

本，而商業廣告則可以被列為操作型文本？

但此種劃分科學與否，首先便要解決兩大問題。

1. 如何界定商務文本？這個問題又可以闡釋為：商務文本包括哪

些子類？這些子類能夠被一一確定嗎？如果可以，這些子類的總和是

否便等同於商務文本？

2. Reiss的文本類型的劃分是否科學？各文本類型之間是否有嚴格

界限，抑或文本可以有多種功能？

對於問題1，目前來看，商務文本的界定主要是由其用途決定

的。簡單來說，商務文本就是以商業為主要用途的文本。語言學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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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少將文本劃為商務或非商務文本，倒是某些翻譯理論（如目的性

理論）會在事實上默認文學文本與非文學文本的區分。然而，細究起

來，非文學文本的內涵似乎又不完全對應商務文本，正如文學文本不

完全等同於非商務文本。科學的將商務文本進行定義在翻譯教學上有

實用意義，如果不能嚴格界定，商務翻譯課程則成了無米之炊，無本

之木。要界定商務文本的分類，我們可以參考某些商務寫作的文獻。

如 Claudine L. Boros（1996）在《商務寫作要領》一書中，便將商務文

本分為多達 53 個子類（參見表一），囊括諸多方面。從該分類中可以看

出，商務文本具有很強的跨學科特點，某些子類，如公司內部刊物，

可能也具有文學文本的題材。商務翻譯課程的設置某種程度上而言便

是默認了商務類翻譯的特殊性，但如何凸顯該特殊性，再在這個基礎

上與傳統翻譯作適當區分，便是一個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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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報告 財務分析 會議紀要 銷售簡報

宣傳小冊子 可行性研究 聲明 規格書

公告 手冊 政策聲明 講辭

商業報導 公司內部刊物 簡報 建議

商業書籍 諮詢書 新聞稿 技術目錄

商業/財經新聞 說明書 程式類文獻 技術論文

投訴 職位描述 計劃書

合同 期刊 建議書

成本分析 法律及附例 招股章程

表一、商務文本分類（Boros 19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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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問題2，不少翻譯學者都質疑Reiss的文本類型劃分法，指出該

劃分在現實中不具有操作性。Snell-Hornby 指出（2001: 30），Reiss 對文

本類型作出的規限性歸納（prescriptive generalizations）極具誤導性。正如

Reiss（1971: 32）自己也提到，大多數文本採用混雜形式，是一個多維結

構，融合諸多看似衝突的文本特徵。如莎士比亞時代的十四行詩會出現

當時的技術術語，而當今的經濟類文本卻存在諸多詞彙化的隱喻。Reiss

的分類看似科學嚴謹，但實際上存在諸多問題，主要的問題便是很多文

本都是跨學科、跨文本類型的，如合同便涉及法律條文及其所涉及的

特定行業，也包括諸多子類；廣告類文本除了要激起消費者購買慾望，

內容本身就很重要；另外，包裝廣告的語言形式本身也是個賣點。Reiss

把廣告劃分為操作類文本，完全忽略了其他兩個文本功能，與現實中的

情況是不大一致的。

再者，Reiss 的文本類型劃分也沒有涉及不同文化的區別。如中文

對於“雅”便有很高要求，某些被歸為資訊型的文本，如很多公司中文

簡介，便有諸多表情型文本特徵，在翻譯過程中由於文化的差異也會造

成困難。可以預料到，在不同的文化中，同種用途文本可能會屬於不同

文本類型，又或者當中構成該文本的各個成分會存在偏差。

理論上而言，商務文本除了從用途上區分以外，在文本類型方面

很難做嚴格歸類和定義。如果機械的做切割，漠視商務文本所具有的部

分“文學性”，是不太科學的，在教學上也會帶來潛在危險。下面將從概

念隱喻角度繼續闡述該問題。

四、商務文本的隱喻機制及其翻譯

Lakoff與Johnson提到的概念隱喻在認知語言學上具有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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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思維在很多時候均是用簡單去理解複雜，用具體去理解抽象，

當中便涉及概念隱喻，即用一種概念的結構去理解或認識另一種概

念，將談論一種概念的詞語用於談論另一概念。在商務文本中，“商場

是戰場”是一個突出的概念隱喻，此隱喻在中文與英文商務文本均極

為常見。例子1至8均取自自建語料庫。

例1：在Android攻城掠地及智慧型手機市場今年第二季年增超過5成
的推波助瀾下，HTC已成為其他手機品牌最畏懼的對手之一。

例2：地方軍奇瑞和被稱為雜牌軍的吉利硬長了出來而且賺到了眼球。

例3：The war between Coca-cola and Pepsi has been raging for years.

例4：It’s under siege from rivals offering cheap software on the web. So 
it’s striking back with a new Office suite and a big shift to online services.

從以上幾個例子中可以看出，商務文本，尤其是商業類新聞文本，使用

諸多隱喻來活躍和增強文字表達能力，而不僅僅是枯燥和了無生趣的文

字。事實上，概念隱喻普遍存在於各種文本，極大的模糊甚至打破了不

同文本類型之間人為設定的邊界。傳統所認為的商務文本不具文學性的

想法過於武斷。如果簡單將商務文本從表情型文本中剔除出去，或認為

商務文本不具表情型文本特徵，將會對商務翻譯教學造成危害。

由於隱喻的基礎是來自人們對所處物理世界的客觀感受，不同

文化中，人們大致上有共同的身體體驗。因此，概念隱喻的映射過程

有普遍的相似性。王曉鳳（2009）通過分析英漢經濟文本，總結出了

經濟語篇中出現頻率較高的十類概念隱喻，源概念域分別為：戰爭，

人類，旅途，建築物，機器，空間，動植物，容器，水流以及天氣。

任彥（2009）分析漢語財經文本，也發現六類結構性概念隱喻，包括 

“商場是戰場”、“經濟是機器”、“經濟發展是道路”、“經濟活動是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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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經濟是建築物”及“經濟活動是舞臺表演”。不同文化中概念隱

喻大致相似的映射機制，很大程度上表明文本具有內在的可譯性，但

這並不等同說翻譯便不存在問題了。文化的差異是造成翻譯困難的主

要因素，由於不同的歷史積澱和文化體驗，不同語言在源概念域，即

喻體的選擇上會存在差異。如，在“經濟發展是道路”結構隱喻中，英

漢兩種語言在映射的實現方式上便存在共同點和各自特殊性。

例5：George Osborne has urged world leaders to put the global 
economy back on track by containing the eurozone crisis.

例6：我們深信，我們的客戶企業和我們自己都在重振經濟的正確軌道上。

例7：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in economic dire straits ever since the 
start of  the credit crisis back in 2007.

例8：“與國際接軌”並非油價市場化。

例子5跟6的喻體相同，例子7和8的喻體則不一樣。相同是體現了文

化體驗的普遍性，不同則體現了特殊性。在翻譯中，例子5跟6因為

有各自等值詞，基本不會造成問題，而例子6與7則需要採取其他翻

譯方法。 “In dire straits”如果保留原喻體“可怕的海峽”，在譯文中可

能就會破壞目標文本的連貫性，同樣，“與國際接軌”譯為“join the 

international track”也會造成同樣問題，即使其意義可以被理解，但也

會凸顯譯文在目標文本的異質性（otherness）。缺乏共同喻體的隱喻是

翻譯的一大難題。在某些隱喻翻譯中，如果在譯文中保留原喻體，甚

至會造成誤解。

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在2010年感恩節寫了一份公開信

感謝美國政府在經濟危機期間所採取的措施，挽救了美國的經濟。很

多中文報紙都有進行報導。巴菲特在信中用了“灰姑娘”中的故事來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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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經濟活動中的各種衍生品。對於這個翻譯，不少報刊雜誌，甚至電

視報導都出現了偏差甚至錯誤。

例9：

原文：Nor was it just business that was in peril: 300 million Americans 
were in the domino line as well. Just days before, the jobs, income, 
401(k)’s and money-market funds of  these citizens had seemed secure. 
Then, virtually overnight, everything began to turn into pumpkins and 
mice. There was no hiding place. A destructive economic force unlike 
any seen for generations had been unleashed. （Buffett 2010:A33）

版本1：處於險境的不只是企業，3億美國人民也處在骨牌隊列中。危

機初期，民衆就業、收入、401(k)計劃和貨幣市場基金看起來都是穩

固的。但是，幾乎是一夜之間，所有東西都變得面目全非，沒有哪裏

可以藏身。一股幾代人未曾見到、具有破壞性的經濟力量已被釋放出

來。（《僑報》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八日）

版本2：不僅僅是美國企業陷入險境，3億美國人民也在骨牌之列。不

過數日前，他們的工作、收入、退休金和貨幣市場基金都還十分穩

當。“然後，幾乎在一夕之間，一切都變成南瓜和老鼠。”《工商時報》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八日）

版本3：“股神”一知道自己獲得咁高嘅榮譽後，就“禮尚往來”，即刻

喺《紐約時報》登咗篇感謝信畀奧巴馬，除咗感謝頒呢個獎畀佢之外，

仲稱讚奧巴馬喺金融海嘯時表現出色，成功帶領美國人走出困境咁話

喎！呢頂高帽仲笠埋伯南克、蓋特納及小布殊，“股神”話如果唔係佢

哋夠果斷，依家美國可能輸淨南瓜同埋老鼠。（《東方日報》二零一零

年十月十九日）

（“股神”知道自己獲得這麼高的榮譽後，就“禮尚往來”，立刻在《紐

約時報》登了一篇感謝信給奧巴馬，除了感謝頒發這個獎給他之外，

還稱讚奧巴馬在金融海嘯時表現出色，成功帶領美國人走出困境！這

頂高帽還給了伯南克、蓋特納及小布殊，“股神”說如果不是他們夠果

斷，現在美國可能只輸得剩下南瓜和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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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三個版本可以看出，隱喻會對翻譯造成不少障礙。由於漢語文化

讀者不熟悉灰姑娘的故事，可能會誤讀該隱喻的內在含義。當午夜的鐘

聲敲響時，華麗的衣服、高貴的馬車、英俊的馬夫會在一瞬間消失，

打回原形，變成南瓜和老鼠。第一個譯文沒有翻譯該隱喻，只是簡單釋

義；譯文二則在譯文中保留原喻體，但如果目標語讀者不了解該故事的

背景，可能察覺不到該隱喻，或者不明白背後所表達意義。版本三中作

者應該是受到以上某些翻譯的誤導，加上自己不知道灰姑娘中的故事，

便錯誤的把該句錯誤解讀為“美國可能輸淨南瓜同埋老鼠”。從這個例

子可以看到，隱喻在文化交流中會造成一定程度的障礙。

語言學家Richards（1932: 92）曾說，“比喻是無所不在的語言原

則，沒有它，我們不能說上三個普通的句子”。從這個意義上看，商

務文本與文學文本並不存在絕對的鴻溝，同樣有諸多創造性隱喻，而

有效解決此類隱喻的翻譯必須借鑒相關翻譯理論。

五、 商務文本隱喻翻譯的理論探討

鑑於商業文本的特殊性和實用性，本文主要結合Newmark所提出

的七種方法來探討隱喻翻譯的可能性。巴菲特所使用的隱喻，根據不

同策略可以翻譯如下：

（1）在目的語中使用同一喻體

一切都變成了南瓜和老鼠。

（2）用目的語的標準喻體取代源語中的喻體

a. 一切都變成照妖鏡下的各式妖怪。

b. 一切成了佛祖紫金缽下的六耳獼猴。



73

“南瓜與老鼠”？涉商傳媒文本的隱喻機制及其翻譯

（3）用明喻翻譯隱喻

一切都像灰姑娘故事中的南瓜和老鼠一樣。

（4）明喻加釋義

一切都像灰姑娘故事中的南瓜和老鼠一樣，被打回了原形。

（5）單純釋義

一切都被打回了原形。

（6）刪略法

（不譯）

（7）再現源語隱喻加釋義。

一切都變成了南瓜和老鼠，被打回了原形。

從以上的七個譯文中可以看出，譯文各有優劣，採納何種譯文要看目

標文本的目的和其中的語境。譬如，語篇中已經出現了給目標文本讀

者交代過灰姑娘的故事背景，使用同一喻體進行翻譯也未嘗不可，這

樣能更好的保留原作者的修辭手段和意圖。但如果在缺乏上下文背景

的情況下，翻譯就需要做出調整，採用其他折衷方法也許更加可行，

如用明喻來替代隱喻。事實上，Newmark 在上文所提出的理論還可以

更加適當靈活的應用。考慮到翻譯是一種對原文特殊的解讀，翻譯的

過程也並非一成不變。理論上而言，翻譯該類隱喻也可以綜合當中幾

種方法，譬如綜合釋義再加上目的語的標準喻體取代源語中的喻體的

方法，以上句子便可翻為“一切都被打回了原形，就如照妖鏡下的各

式妖怪”。翻譯在本質上是釋義，如何更好的翻譯隱喻也取決於所譯文

本的用途和受眾。就涉商傳媒文本而言，考慮到譯文讀者多數為普羅

大眾，在翻譯過程中釋義往往要優先於喻體的保留。

從這個例子的翻譯可以看出，即便在商務翻譯中，適當的翻譯理

論修養也有助於幫助學生解決翻譯問題，培養翻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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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結論

在文學文本中，隱喻，尤其是創造性隱喻，是文學性的一大體

現。但在商務文本中，對隱喻的研究相對較少，其中一個原因或許是

此類文本術語較多，行文相對嚴謹。商務文本的很多字詞，即便之前

屬創造性隱喻，經過多年的沉澱，其語義基本被嚴格限制，成為固定

術語的一部分。大眾往往會誤以為此類文本不存在隱喻，漠視或擯棄

當中的表情型成分，其實是陷入了僵化的學科意識。

翻譯學本身是一門跨學科的研究領域，隨著全球化的日益加深，

交叉學科方興未艾，各種學科也互相滲透，從研究上彼此並不存在清晰

的邊界。這也是為什麼Reiss的文本類型劃分法受到詬病的原因之一。

巴菲特的例子說明經濟人除了懂得經濟，也懂得巧用文化典故

作為隱喻手段。但作為一個合格譯者，除了要了解商務知識，也要深

諳中西文化的異同，再把這兩者結合起來用巧妙的語言手段傳達給目

標語讀者。這三者缺一不可。這對商務翻譯課程設置也有一些借鑒意

義，從大的方面說，商務翻譯教學在加強商科知識的同時，亦必須重

視語言與翻譯能力的培訓。其外，適當的翻譯理論素養也能幫助學生

更好的應對翻譯中出現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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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三國演義》英譯本

的個案分析

彭文青

Abstract
The Translator as Cultural Mediator: A Case Study of Three 
English Translators of San Guo Yan Yi (by Peng Wenqing)

Translation Studies involves analysis of not only the linguistic 
element, but also the translator who plays a deciding role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 This paper, a case study of three translators (Frederick 
Herman Martens; Herbert A. Giles; Moss Roberts) of San Guo Yan 
Yi, examines the translator’s role as cultural mediator with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main text, paratexts and context of the translation. The 
paper centers around strategies which are taken by the translator and 
parameters which frame the translator’s work. The study shows that, as 
a cultural mediator, the translator is influenced by his or her individual 
background and cultural competence, as well as the target reader, and 
applies text strategies including addition, deletion, adaptation and 
notes so as to mediate two cultures more effectively and to reach greater 
cultural equivalence.

一. 引言

文學翻譯不僅僅涉及語言之間的轉換，還涉及不同文化之間的碰

撞，譯者在此過程中進行跨文化傳播，原作的風格與小說人物形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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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作中被重新建構，並通過譯文傳達給譯語讀者，使得譯語讀者對原

作產生不同於原語讀者的解讀，從而對文學作品在異域文化的傳播與

接受產生影響。

在中國古典小說《三國演義》的英譯史上，很多譯者選擇了原作

中的部分情節或人物進行翻譯，那麼，譯者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是如

何做出選擇的呢？當小說被翻譯成英文時，譯者又會怎樣重構人物

形象與小說情節？是增添、刪減還是改寫？對此，本文將以《三國演

義》的三位譯者——馬汀斯、翟理斯、羅慕士——為個案進行研究，結

合譯者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由此來探究譯者如何解讀原文、建構小

說中的人物形象，在此過程中，譯者怎樣扮演文化調解員的角色，在

譯本中表達出怎樣的態度和取向。

二. 譯者－文化調解者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政治、社會、經濟體系都發生了全球性大

變革，人口流動加劇，不同文化的交流更為頻繁，在這種社會與歷史

語境下，“文化譯者／文化調解者”這一概念誕生，用以描述譯者在

翻譯過程中的角色，強調翻譯過程不僅僅涉及口語或書面語，還需處

理文化差異。有不少學者從文化調解者或中介人的視角探討譯者的角

色，如 Pym、Bassnett、Hatim 和 Mason 等學者。學者 Taft（1981: 59）

討論了譯者作為文化調解者某種程度上應該是雙語文化的（“to a 

certain extent bicultural”），應靈活轉換文化傾向（“be flexible in 

switching his cultural orientation”），具備高度的文化敏感性（“a high 

degree of inter-cultural sensibility”）。學者David Katan在其專著《翻譯

文化》（Translating Cultures）中，闡釋了譯者的身份和作用，探討了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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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怎樣才能成為合格的文化調解者，在不同文化之間溝通與調和。作

為文化調解者，譯者不僅僅要精通雙語，更要掌握兩種語言背後的文

化。Katan（1999: 17）認為，文化調解者的作用是“促進來自不同語言

與文化的個人和團體之間溝通、理解與行動”，文化調解者既要解讀文

化團體的語言表達，還要解讀他們所傳達的期待與意圖。從這個層面

上講，所謂的文化調解者不僅僅停留在解構語言表層，更深入解剖言

外之意與文化內涵。

譯者作為文化調解者，為了更好地向讀者傳播異語文化，在翻譯

過程中採取多種手段，或增刪原文，或增加註解，或改編重述，選譯原

文部分內容，有針對性地突出某些人物形象或情節，在譯文中增加對

原作歷史語境、宗教背景、文化內涵的解釋，通過採用這些具體策略，

譯者的功能已不再是語言層面的單一轉換，而是深入文本之下的文化解

讀，使得原作的文學價值與文化內涵能夠更有效地傳播給目標語讀者。

並且，文化調解者這一概念，不僅僅涉及宏觀層面上兩種文化的碰撞與

交互，還涉及到譯者個人的意圖、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等。譯者作為文

化調解者，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如對目標讀者的定位、如譯者的個人

身份與文化背景、如譯者的知識結構與文化能力等。下文個案分析將結

合《三國演義》三位英譯者的翻譯歷程，詳細分析譯文中體現出的翻譯

策略，剖析譯者翻譯過程的影響因素，探討譯者的文化調解者角色，分

析譯者如何通過翻譯的整個過程，實現文化傳播的目標。

三. 個案分析

本文共選取了《三國演義》三位英譯者進行個案分析。一個節譯

本由馬汀斯（Frederick Herman Martens，1874: 1932）翻譯並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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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在他本人的作品《中國神話書》（Chinese Fairy Book，1922）中，

題為《戰神》（The God of War）。《中國神話書》全書共有73個故事，

分以不同的類別，如《鬼魂傳說》（Ghost Tales）《歷史傳說》（Historical 

Fairy Tales）等等。除了選錄《戰神》以外，這部著作中還有一篇有關

《三國演義》人物的短文，描寫的是劉備集團中的謀士糜竺，題為 

《火神》（The Fire-God）。另一個節譯本由譯者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翻譯，收錄在1922年的《中國文學選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題為《戰神》（The God of War）。《中國文學選珍》

（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這部著作初版於1884年，整部書以時

間順序為框架，涵蓋了從公元前550年到公元後1650年的中國文學作

品。1884年的初版並未收錄有關《三國演義》的片段，而在1922年的

增訂版中，共有兩篇短文選自《三國演義》，一個是《宦官綁架皇帝》

（Eunuchs Kidnap An Emperor），另一個就是《戰神》（The God of War）。

這兩個節譯本發表時間相近，採用同樣的標題，選取的是同樣的

人物，皆摘選了小說人物關羽的相關情節來翻譯。在原著中，關羽是主

要人物之一，是忠義形象的代表，原作者用了很多筆墨來塑造這個人

物，桃園三結義和掛印封金體現了關羽對劉備的絕對忠誠，過五關斬六

將、單刀赴會、水淹七軍等凸顯了關羽的智勇雙全，華容道義釋曹操則

表現了關羽的重情重義，這一歷史人物通過作者虛實結合的描寫，變得

飽滿而立體。甚至在關羽死後小說裏描寫了一段對話，普淨和尚點化

關羽魂魄，以及關羽被神化，使得人物形象更為高大神聖，也體現了關

羽在讀者和大眾心中的地位。事實上，有不少節譯本譯者都選擇原作中

某一人物進行翻譯甚至改寫，這也是《三國演義》英文節譯本的特色之

一。但是，這兩個節譯文也有很大的區別。首先是體裁，馬汀斯的譯文

是神話故事，而翟理斯的譯文是短文或短篇小說。其次是選取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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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譯者摘選的片段不同，由此表現的人物形象也有所區別。

本文選取的第三位譯者是羅慕士（Moss Roberts）。羅慕士共出版

了三個譯本，包括兩個節譯本和一個全譯本。1976年，羅慕士出版了

譯作 Three Kingdoms: An Epic Drama（《三國：一部史詩劇作》），參考

的原本是1972年人民出版社刊印的《三國演義》。這是一部節譯本，摘

選了小說《三國演義》的部分章節，分別是第1，20到29，34到44，46

到52，60，63，65，73到78，80到81，83到85，95，103到104章

回。1976年的譯本中還配有地圖和插畫。譯本的前言中介紹了這部小

說的歷史背景，包括漢朝的興衰史，也介紹了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及性

格特徵。正文之後附有對原作者羅貫中所處朝代的簡要討論、譯本節

選章回所對應的中文原名，最後還附有對譯者的簡介。1991年，羅

慕士推出了《三國演義》的全譯本《三國：一部歷史小說》，由加利福

尼亞大學出版社和北京外文出版社合作出版。這一版中，譯者保留了

1976譯本中的地圖，並增加了11幅。在正文之後，1991年全譯本比

1976節譯本增加了更多的附錄，長達40多頁的後記，詳盡描述了《三

國演義》的版本流傳、漢朝的歷史背景、各朝代學者的評論、元雜劇

等其他文學形式對小說的影響、清代毛宗崗父子的評註及對人物的改

寫或重塑等。之後，羅慕士在1999年出版了第二個節譯本，由加利福

尼亞大學出版社刊印。

3.1. 翻譯策略

a) 增刪

馬汀斯的譯文以人物關羽為核心，先描寫了關羽的外貌，這

段外貌描寫譯自《三國演義》第一回，“身長九尺，髯長二尺；面如

重棗，唇若塗脂；丹鳳眼，臥蠶眉，相貌堂堂，威風凜凜”，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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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his eyebrows were beautiful like those of the silk-butterflies, and his 

eyes were long-slitted like the eyes of the Phoenix. His face was scarlet-

red in color, and his beard so long that it hung down over his stomach.”

（Martens 1922: 66）小說原文是以幾個比喻來形容關羽外貌特點，包

括“臥蠶眉”（eyebrows like silkworms）、“面如重棗”（face like the color 

of scarlet-red jujube）等。而譯者馬汀斯對其理解略有偏差，“臥蠶”

被譯為“silk-butterflies”，與原文的意思有一定距離，但譯者增加了一

個詞“beautiful”來修飾，幫助讀者理解。而另一個表現關羽面色的比

喻“重棗”則被譯者刪去，只用“scarlet-red”來表達。之後譯者又介紹

了關羽整體性格，“he was faithful, honest, upright and brave beyond all 

measure. He loved to read Confucius’s‘Annals of Lu,’which tell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empires”（Martens 1922: 66）。這一段譯文並非來自原文原

句，而是濃縮了原作中的關羽形象概括而成，且第二句來自《三國演

義》中關羽熟讀《春秋》的相關片段，且加入了譯者的解讀“which tell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empires”，由此來凸顯關羽不僅忠勇無雙，而且以

史為鑒、智謀過人的英雄形象。

在翟理斯譯本的正文中，翟理斯沒有介紹人物背景，而是直接選

取了關羽斬顏良的片段，用以展現人物的神勇。在小說《三國演義》

中，對關羽斬顏良的描寫可謂精彩，比如通過側面描寫顏良已斬殺曹

操營中幾位將領，為之後關羽出馬做了很好的鋪墊，另外，此段描寫

對關羽應戰的細節也描寫得簡潔有力，表現了關羽的傲氣與勇猛。翟

理斯翻譯這一片段時，做了一些刪改，比如，省略了原文中出現的具

體人名，如建議曹操起用關羽的謀士程昱和說軍中無戲言的張遼，都

用“one of the staff”做了淡化處理。譯者也刪去了部分細節，譬如曹操

怕關羽立功即離開，後又被謀士程昱勸服的對話，在譯本中被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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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一句“Cao Cao was soon convinced.”（Giles 1922: 194）

但是，譯者對於原文中描寫關羽表情、戰鬥形式的句子，譯的非

常詳盡，照顧到了所有細節乃至文中的比喻與誇張。比如關羽對袁紹

軍的描述是：“以吾觀之，如土雞瓦犬耳”（羅貫中，1996: 155）。譯文

準確生動地傳達了這句話中的比喻，表現了關羽的傲氣和自信，“they 

remind me of a lot of earthen cocks and pottery dogs”（Giles 1922: 195）。再

比如關羽上陣殺敵時，有這樣幾句描寫：“鳳目圓睜，蠶眉直竪，直衝

彼陣。河北軍如波開浪裂” （羅貫中，1996: 156）。譯文是“With round, 

glaring, phoenix-like eyes, and silkworm-moth eyebrows raised straight up, he 

dashed right among the enemy whose ranks opened like parting waves.”（同

上）譯文合併了原文兩個句子，以關羽為主語，保留了所有細節描寫，

而且表達地道通順。以上種種翻譯策略和處理方法，一方面減輕譯語讀

者負擔，不用記憶複雜的人名和繁瑣的細節，另一方面，在讀者心中強

化了關羽的勇猛自信形象，也更加切合譯文的標題“戰神”。

羅慕士的1976年節譯本中也採用了刪減策略，他在譯者序言

裏表明：“這六十五個章回中，很多章回只是被部分翻譯出來，且

有不少總結性文字作為敘事中的過渡與銜接，有些段落還被壓縮”

（Roberts 1976: xxiv）。譯者並未完全按照原文進行翻譯，而是選取

了這些章節中的主要情節和人物對話，並組織成新的敘事結構，標注

新的章回標題，或者只譯出原標題的主要情節，省略具體細節。比如

第一章回的原標題是“宴桃園豪傑三結義；斬黃巾英雄首立功”，羅慕

士1976版的譯文是“The Oath of Fraternity in the Peach Garden; Three 

Heroes Establishes Their Name”（Roberts 1976: 1），原文中的“斬黃巾”

和“豪傑”以及數字“三”被省略了，僅表述了標題大意。此外，原作

中的很多細節被刪除，改為描述性文字一筆帶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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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註解

為了調和源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之間的差異與鴻溝，譯者常採用

加註的方式，解釋原作情節與內容、歷史與文化背景。比如，馬汀斯

的譯文中描寫了關羽死後魂魄與普淨和尚在玉泉山的一段對話。在翻

譯時，譯者選取了《三國演義》中的一段原話：“今將軍為呂蒙所害，

大呼‘還我頭來’，然則顏良、文醜，五關六將等眾人之頭，又將向誰

索耶？”這句話是普淨和尚勸說關羽的魂魄，其中暗含了佛家的輪回

報應思想，馬汀斯的譯文是“and yet you do not understand fate! If you 

insist on having your head back again, to whom shall the many thousands 

of your enemies who lost their lives through you appeal, in order to have 

life restored to them?” （Martens 1922: 68）其後，譯者加了腳注，解釋關

羽在民間的地位，簡要分析了其戰神的形象是如何被建立起來的。此

外，譯者解讀了選譯的這段對話中所包含的佛教和禪宗思想，向譯語

讀者解釋了為何關羽如此忠義的人物，仍會落得如此悲劇的下場。佛

教的輪回和因果報應是此段對話的主要思想，關羽一生屠戮無數，儘

管為忠為義，終應受此報應“The talk of the monk with the God Guan Di 

in the clouds is based on the Buddhist Law of Karma. Because Guan Di – even 

though his motives might be good – had slain other men, he must endure 

like treatment at their hands, even while he is a god.”（Martens 1922: 68）由

此，我們可以看到原文、佛教思想以及譯文之間的互文關係，譯者以

腳注的形式，將這種互文更加明了地展現在譯語讀者面前。

根據譯者馬汀斯的註解，關羽死後被神化為戰神，如同孔子被

神化一樣，老百姓為其修建寺廟、供奉香火，統治者也將膜拜其為天

神。“Like Confucius, he received the great sacrifice of oxen, sheep and pigs. 

His rank increases with the passing of centuries. First he was worshiped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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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e Guan, later as King Guan, and then as the great god who conquers 

the demons. The last dynasty, finally, worships him as the great, divine 

Helper of the Heavens.”（Martens 1922: 68）這裡，譯者的補充說明進一

步展示了關羽這一人物形象在民眾心中的地位，並且以神話傳說的角

度在譯語讀者心中樹立起“戰神”的形象。整體來看，正文中的諸多刪

減和改編，也印證了譯者在序言裏的闡述，即簡潔明了傳達原作、保

持原作風格、傳遞自己的閱讀樂趣等。正文中的腳注反映出譯者對小

說與人物的理解和闡釋，並且將這種理解和闡釋明確地傳達給譯語讀

者，某種程度上說，譯者通過這種方式介入譯語讀者對原文的理解，

發揮文化調解者的作用。

另一位節譯本譯者翟理斯也採用了這種策略，翟理斯（Giles 

1922: ii）在譯序中聲明，他在譯文“適當的地方做了書目介紹和年代

標注，必要的地方增加了簡要的腳注”（Short biographical and dynastic 

notices will be found scattered through the volume in their proper places; 

also such brief foot-notes as seemed to me necessary to the occasion.）譯者

採用這種方法，便於讀者理解原作內容、了解相關歷史文化背景。在

譯者序言中，翟理斯對自己的翻譯策略做了解釋，他認為譯文已經盡

量保證字面含義的準確性，以確保中文學習者能夠理解，但考慮到大

眾讀者的需求，他們對冗長且不易發音的中國名字和典故缺乏足夠的

耐心，譯者“適當刪減了不影響正文大意的細節，有時也不得不擴展

或壓縮原文內容”（I have eliminated these, wherever it was possible to do 

so without obscuring or otherwise interfering with the leading idea in the 

text. I have also been compelled sometimes to expand and sometimes to 

compress.）（同上）。這樣一來，譯者既保留了原文基本內容和風格，又

減少了繁復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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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影響因素

在翻譯與文化傳播的過程中，譯者作為文化調解者，受到很多因

素的影響，比如對目標讀者的定位，面向不同的讀者，譯者的翻譯策

略會有不同，以期達到文化傳播的目標；比如譯者的個人身份與文化

背景，譯者在原語文化與目標語文化之間進行溝通與協調，不同的職

業、宗教、文化背景，使得譯者在翻譯中對原作產生不同的解讀，呈

現出不同形態的譯本；比如譯者的知識結構與文化能力，譯者不僅要

具備雙語能力，還要有雙語文化能力，尤其是對於目標語譯者即外籍

譯者而言，當譯者能夠深刻理解原作文化並展開研究時，可以幫助譯

者更好地達到文化傳播效果。

a) 譯者對目標讀者的定位

節譯本譯者馬汀斯（1922: vi）在譯者前言中明確表示，希望向讀

者傳達他在編著此書時的樂趣（“it is the writer’s hope that others may take 

as much pleasure in reading them as he did in their translation”），這一點

與霍克思翻譯《紅樓夢》的目的極為相似。馬汀斯是一位美國譯者，

他的目標讀者是美國讀者群，他想要為讀者展現一部最全面最多樣化

的東方神話故事（“probably present the most comprehensive and varied 

collection of oriental fairy tales ever made available for American readers”）

（Martens 1922: v）。馬汀斯在序言中提到了自己的翻譯策略，希望不

僅可以簡潔明瞭地將神話故事傳達給讀者，而且要保留原作的風格。

馬汀斯的譯作正文重點描寫關羽魂魄與和尚的對話，這一點與

其著作的體裁是分不開的，因為《中國神話書》就是一部神話傳說的

選集，所有故事皆是或神化或怪誕的傳說故事，那麼關羽人物身上神

勇、忠義等形象並不是譯者所要展現的重點。再加上在西方文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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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故事的體裁傳統中多有鬼魂等非自然事物作為主角，那麼關羽魂

魄與和尚的對話符合神話題材的慣例，並且帶有佛教的東方色彩。

另一位譯者羅慕士在1991年的全譯本中附有長達40多頁的

後記（Afterword），他在後記中解釋了自己為何增加很多歷史背

景介紹，主要原因還是為了照顧西方讀者的需要。羅慕士認為： 

“ 中 國 讀 者 耳 熟 能 詳 的 名 字 還 有 歷 史 事 件 ， 西 方 讀 者 並 不 熟

悉，很難理解，因此，這些註解可以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原作”

（Roberts 1991: 940）。在後記之後，還附有主要人物的名字和簡要

介紹，小說的大事記列表，小說中古代官名、機構名稱的註解，譯

本中所有簡寫的注明，以及長達93頁的尾注。

羅慕士先後於1976年和1999年推出兩個節譯本，為何時隔二十

多年再次推出節譯本？在1999年節譯本序言中，羅慕士闡明了該譯

本的目標讀者，即“學習亞洲歷史和文學以及比較文學的美國學生”

（Roberts 1999: vii）。換言之，該節譯本屬於大學教材。譯者羅慕士

在序言中闡明瞭第二個節譯本和全譯本的區別，即全譯本的所有註解

都被刪掉，僅保留後記（同上）。與全譯本相比，該節譯本的確刪減了

全譯本中的尾注、所有地圖與說明表，並增加了一個節譯本序言。談

及該節譯本特色時，譯者在序言裏解釋道，必要時他還加了一些過渡

段，使得節選的部分之間合理銜接，便於讀者理解，同時最大程度地

保證敘述結構的完整性（同上）。目標讀者因素一方面說明了譯者推出

第二個節譯本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解釋了譯本中為何刪減了全譯本的

注釋和諸多細節，與全譯本的學術研究風格相比，該節譯本的教學目

的使得譯本中存在許多簡化和省略。譯者羅慕士充分考慮到不同時期

的讀者具有不同的知識背景以及需求，在風格上、文體上、具體的詞

句處理上，都進行了或增刪或改編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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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譯者的個人身份與文化能力

譯者的個人身份背景往往影響其對原作的理解、翻譯的目的以及

具體的翻譯策略等。以譯者翟理斯為例，翟理斯是英國外交官，也是

知名漢學家和中文教授，翻譯過很多中國典籍，如老莊、孔子等人的

著作，編纂了首部漢英字典。事實上，在《三國演義》英譯史上，有不

少譯者與翟理斯的情況相似，“早期譯介活動的主體為在華外籍人士，

他們中有駐華外交官、傳教士、軍官、清政府的外籍職員以及一些公

司的在華職員，他們大多以業餘愛好者的身份對該小說進行編譯、摘

譯和節譯，旨在幫助在華的英語讀者和對中國感興趣的歐美讀者加深

對中國的了解”（郭昱、羅選民，2015: 101）。下文的分析中，我們可

以看到翟理斯譯文中出現較多增刪與改寫，恰好反映出這一類譯者的

普遍風格與社會背景。

翟理斯在華任職期間接觸了各類文學作品及中國讀者，可以說，

他對《三國演義》的創造風格與文學地位非常瞭解。在兩篇節譯文的正

文之前，譯者對《三國演義》的整體風格做了簡單介紹。翟理斯（1922: 

192）認為《三國演義》的風格簡單又極具畫面感，擁有極大的讀者群

（“written in an easy and picturesque style”, “appeals to a very large circle of 

readers”）。這一點體現了翟理斯本人對原作的理解和認識，與其個人身

份及職業背景有一定關係。

翟理斯在譯文腳注中解釋了關羽之死，以及死後被封為戰神的歷

史背景，不過這段介紹比馬汀斯的註解更為簡省。值得一提的是，翟理

斯的腳注中，也對另一個人物曹操做了註解，並談及曹操拒絕華佗醫治

最終病死的結局。這似乎是正常的人物介紹，但結合譯者的背景，我們

就可以發現另一層文本關係。翟理斯在1905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節選

了《三國演義》中有關華佗的片段，並進行了翻譯，其中包括華佗被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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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醫治曹操頭風病，卻被懷疑謀殺並最終死在獄中的情節。因此，譯者

在此腳注中提及此事，顯然也受到了之前譯文的影響，所以這裡多了一

層關係，即譯者在不同時期的不同譯文之間的相互影響。

羅慕士的情況也是如此，“中國文化典籍的外譯已經有四百多年的

歷史，這個翻譯的主體主要是傳教士和漢學家”（張西平，2015: 29）。

《三國演義》這部中國古典小說的英譯也是如此，從節譯版本到全譯版

本，其中不少譯作出自漢學家之手。除了翟理斯，還有美國漢學家羅

慕士，他翻譯了《三國演義》全文，以及其他一些中國古典文學作品，

一直在紐約大學任教。可以說，《三國演義》是羅慕士一生的興趣，他

通過這部著作來深入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20世紀80年代，羅慕士曾

受邀在北京外文局工作過一年，一方面作為外籍專家參與官方翻譯項

目，另一方面，羅慕士與中國專家學者合作，更好地推進《三國演義》

的翻譯進程。2007年，羅慕士為論文集《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Three 

Kingdoms and Chinese Culture）撰寫了前言《明代小說〈三國演義〉中的

價值取向》（The Language of Values in the Ming Novel Three Kingdoms）

，文中詳細地闡述了《三國演義》小說的精神內涵和人物特徵等，並且

與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如儒家思想等相結合，表現出譯者對中國傳統

文化和古典文學有相當深入的了解和認識。羅慕士對三國歷史頗有研

究，閱覽過很多相關書籍。

c) 譯者對原作的理解與把握

譯者羅慕士對《三國演義》有非常透徹的理解與闡釋，該譯本附有

詳盡的註解與後記，體現出較強的學術性。首先，這源於譯者本人的

興趣。羅慕士不僅僅做文本的翻譯，而且研究原作所蘊含的文化。因

此，譯者對《三國演義》原著深有體會。中國外文局資深譯者及專家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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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義曾評價羅慕士是中國問題學者、三國演義研究學者、中國文化傳

播者。其次，羅慕士的譯本是面向美國讀者的，譯者在譯序和全譯本

的後記中向讀者介紹了小說的時代背景等，某種程度上說有導讀文本

的性質。全譯本的後記（Afterword）有助於讀者尤其是專家讀者更好地

理解原作。而且，羅慕士的全譯本得到了中國方面的大力幫助，譯者

在中國外文局任職外國專家期間，中國專家對其譯本進行了校對和修

改，譯者在全譯本致謝部分都有提及這些信息。

從1976年的節譯本到1991年的全譯本，再到1999年的節譯本，羅

慕士的翻譯歷程與其文化能力增強、對原作的理解加深有密切聯繫。

羅慕士在1991年的全譯本序言中還曾提到，推出全譯本目的之一，是

為了修訂節譯本的誤譯之處，使得新的譯本更為準確。與1976年節譯

本相比，1991年譯本確實更加貼近原文，且看下文一例：

羅貫中：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

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

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1996: 1）

羅譯：The Long River passes east away,//Surge over surge,// White blooming 

waves sweep all heroes on, // As right and wrong, triumph and defeat all turn 

unreal. // But ever the green hills stay // To blush in the west-waning day. // 

The woodcutters and the fishermen, // Whiteheaded, they’ve seen enough // 

Spring air and autumn moon // To make good company over the winejars, // 

Where many a famed event // Provides their merriment. (Roberts 1976: 3)

羅譯：On and on the Great River rolls, racing east, // Of proud and gallant 

heroes its white-tops leave no trace, // As right and wrong, pride and fall turn all 

at once unreal. // Yet ever the green hills stay // To blaze in the west-waning 

day. // Fishers and woodsmen comb the river isles. // White-crowned, they’ve 

seen enough of spring and autumn tide // To make good company over the wine 

jar, // Where many a famed event // Provides their merriment. (Roberts 199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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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三國演義》小說正文之前的一首開篇詩，是明代文學家楊慎

所作《廿一史彈詞》第三段《說秦漢》的開場詞，清代文學批評家毛宗崗

父子，在評訂《三國演義》時將其放在了卷首。原詩共有十個分句，上

下兩闕。1976年的譯本與1991年的譯本相比，形式上更為自由隨意一

些，省略了原詩中的很多細節。譯者在重譯該詩時，對此做了調整，將

1976年譯本中的每兩行並作一行，更為嚴格地遵循原文的結構，盡可

能保留原文的所有意象和細節。比如首句“滾滾長江東逝水”，在1976

年譯本中被拆為兩行，譯為“The Long River passes east away, // Surge over 

surge”，而在1991年的重譯中，復又合併為一行，譯為“On and On the 

Great River rolls, racing east”。再如“慣看秋月春風”，在1976年譯本中

是兩行詩句：“Whiteheaded, they’ve seen enough // Spring air and autumn 

moon”，而在1991年譯本中改為一句：“White-crowned, they’ve seen 

enough of spring and autumn tide”。整體上看，兩個譯本都注意了詩句的

押韻。同時可以看出，1976年的譯本多以意象和畫面感作為獨立的詩

行，更似西方詩歌的模式，而1991譯本保留了中文原詩中的邏輯轉承

關係，兼顧原文內容與詩歌的藝術形式。

羅慕士的1976年節譯本題為《三國：一部史詩劇作》（Three 

Kingdoms: An Epic Drama），譯者將這部小說解讀為史詩或戲劇體裁，

因為文中所有人物對話也都以戲劇劇本的形式展現，從小說閱讀的視

角來看較為突兀。譯者在 1976 年節譯本注重強調了敘事中的戲劇性

衝突，刪減了原文中的歷史細節（Roberts 1976: xx），譯者的目的是在

1976 年的節譯本中，清晰簡潔地展現原作中的生動描寫與藝術價值 

（同上）。與1976 年的譯本相比，1991 年的全譯本與 1999 年的節譯

本，語言和敘事結構上更加平順流暢，延續了1991年全譯本的行文風

格，人物對話更貼近小說的文體特色。除此之外，1999 本與1976 本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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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不同是，前者的標題是以序號形式出現，並且對應原作的章回順

序，譯者對此的解釋是，“當讀者希望對原文的人物特色、整體風格以

及特定事件有更深入的了解時，這樣標號便於讀者到全譯本中查找相

關章節”（Roberts 1999: vii）。譯本的種種變化與差異，體現出譯者對原

作的理解逐漸深刻，對整部作品能夠進行全局性把握。

西方學界有書評認為，羅慕士1991年的全譯本一經推出，即受到

了高度評價，譯者已對翻譯整本《三國演義》有了相當豐富的經驗，

可以說，譯者此時已有了全譯本的基礎，並且已經十分清楚節譯過程

可能存在的問題，這一點十分難得，而後推出了1999節譯本，將原本

先節譯後全譯的過程反過來。“由於譯者已經非常熟悉這部作品，所

以能夠更全面地把握原作，將最為生動精彩的部分挑選出來並翻譯”

（Schimmelpfenning 2001: 215）。的確，在重譯的過程中，譯者對原作

的理解已經發生了改變，羅慕士在翻譯了全本小說之後，已經對這部

作品有了全景式的視角、更深刻的理解，這對於他再次節譯該作品有

非常大的影響。

四. 小結

傳統的翻譯研究關注文本層面，尤其是譯文和原文的關係，或是

評析譯者的能力與翻譯實踐，基本上是在語言學或文學領域展開探討

(Hermans 2009: 93)。而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轉

向對譯者的關注。如1995年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的著作

《譯者的隱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譯者從隱形走向顯化；如

2007年芒迪（Jeremy Munday）的著作《拉美文學書寫》（Latin American 

Writing），以拉美文學翻譯為個案研究，分析譯文的語言特徵，結合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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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身份與背景，找尋譯者的聲音。的確，挖掘譯者的身份、意圖與所

處的歷史文化語境，研究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做出的選擇與具體策略，

能夠讓我們了解譯者如何做出選擇，其中體現了怎樣的價值取向，以及

如何理解和闡釋譯者的選擇 (Hermans 2009: 93)。

“翻譯批評的對象往往是具體的翻譯文本，但翻譯文本的生產與傳

播則不限於語言層面的轉換”（許鈞，2016: 433）。從本文的個案分析中

我們可以發現，作為文化調解者，《三國演義》的譯者受到目標讀者、

譯者身份背景及文化能力等因素的影響，採用增添、刪減、改編、加註

等多種策略，力圖溝通源語文化與異語文化，將原作及其文化內容更有

效地傳達給讀者。透過譯本正文、副文本等層層文本進行解讀，我們可

以探究譯者的文化調解者角色，理解譯者如何在翻譯過程中達到文化傳

播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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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約凡例

《翻譯季刊》為香港翻譯學會之學報，歡迎中、英文來稿及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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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眉等處提及個人身份，鳴謝等資料亦宜於刊登時方

附上。

	 4.	 來稿每篇以不少於八千字（約16頁）為宜。

二、標點符號

	 1.	 書名及篇名分別用雙尖號（《》）和單尖號 （〈〉），雙尖

號或單尖號內之書名或篇名同。

	 2.	 “ ”號用作一般引號；‘　’號用作引號內之引號。

三、子　目

	 各段落之大小標題，請依各級子目標明，次序如下：

		  一、／A.／1.／a.／(1)／(a)

四、專有名詞及引文

	 1.	 正文中第一次出現之外文姓名或專有名詞譯名，請附原

文全名。

	 2.	 引用原文，連標點計，超出兩行者，請另行抄錄，每行

入兩格；凡引原文一段以上者，除每行入兩格外，如第

（1）作者姓名；（2）任職機構；（3）通訊地址／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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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原引文為整段引錄，首行需入四格。

五、注　釋

	 1.	 請用尾注。凡屬出版資料者，請移放文末參考資料部

份。號碼一律用阿拉伯數目字，並用（）號括上；正文

中之注釋號置於標點符號之後。

	 2.	 參考資料

		  文末所附之參考資料應包括：( 1 )作者／編者／譯者； 

( 2 )書名、文章題目；( 3 )出版地；( 4 )出版社；( 5 )
卷期／出版年月 ；( 6 )頁碼等資料，務求詳盡。正文中

用括號直接列出作者、年份及頁碼，不另作注。

六、	版　權

	 來稿刊登後，版權歸出版者所有，任何轉載，均須出版者同

意。

七、	贈閱本

	 從 2009 年夏天開始，作者可於 EBSCO 資料庫下載已發表的

論文。如有需要，亦可向編輯部申領贈閱本。 

八、	評　審

	 來稿經本學報編輯委員會審閱後，再以匿名方式送交專家評

審，方決定是否採用。 

九、	來稿請寄：香港屯門嶺南大學翻譯系陳德鴻教授（電郵地

址：chanleo@LN.edu.hk）或浸會大學翻譯課程倪諾誠教

授（電郵地址：rneather@hkbu.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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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lines for Contributors

1.	 Translation Quarterly is a journal published by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Contributions, in either Chinese or English, 
should be original, hitherto unpublished, and not being 
considered for publication elsewhere. Once a submission is 
accepted, its copyright is transferred to the publisher. Translated 
articles should be submitted with a copy of the source-text and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text author. It is the translator’s 
responsibility to obtain written permission to translate.

2.	 Abstracts in English of 200-300 words are required. Please attach 
one to the manuscript, together with your name, address, 
telephone and fax numbers and email address where applicable.

3.	 In addition to original articles and book reviews, review articles 
related to the evaluation or interpretation of a major substantive 
or methodological issue may also be submitted.

4.	 Endnotes should be kept to a minimum and typed single-spaced. 
Page references should be given in parentheses, with the page 
number(s) following the author’s name and the year of publication. 
Manuscript styles should be consistent; authors are advised to 
consult earlier issues for proper formats.

5.	 Chinese names and book titles in the text should be romanised 
according to the “modified” Wade-Giles or the pinyin system, and 
then, where they first appear, followed immediately by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ranslations.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terms obvious 
to the readers (like wenxue), however, are not necessary.



97

6.	 There should be a separate reference section containing all the 
works referred to in the body of the article. Pertinent information 
should be given on the variety of editors available, as well as the 
date and place of publication, to facilitate use by the readers.

7.	 All contributions will be first review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and then anonymously by referees for its suitability 
for publication in Translation Quarterly. Care should be taken by 
authors to avoid identifying themselves. Submissions written 
in a language which is not the author’s mother-tongue should 
perferably be checked by native speaker before submission.

8.	 Electronic files of contributions should be submitted to Professor 
Leo Tak-hung Chan, c/o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 Lingnan 
University, Tuen Mun, Hong Kong (email address: chanleo@LN. 
edu.hk), or to Professor Robert Neather, c/o Translation Programm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Kowloon Tong, Hong Kong (email 
address: rneather@hkbu.edu.hk).

9.	 Given the accessibility, from summer 2009, of the journal via the 
EBSCO database, authors will no longer receive complimentary 
copies unless special requests are made to the Chief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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